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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学界的研究合作

太平洋国际学会作为一个 “以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 促进太平洋

各国之邦交为宗旨” 的学术研究机构， 让其引以为傲的是， 在 ３５ 年的历史

中， 它共出版了约 １６００ 余种有关太平洋区域的学术专著及普通读物。①

一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政策

在创建之初， 太平洋国际学会尚无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明确目

标。 它所召集的第一次会议， 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太平洋沿岸各国国民代表的

一次大型聚谈。 不过， 会议结束之际， 许多与会者意识到， 对一些影响太平

洋国民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失之于空泛，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会议讨论应以事

实为支撑， 应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坚实基础上。 １９２６ 年年底， 学会的中央秘

书处 设 置 了 研 究 干 事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由 新 西 兰 人 康 德 利 夫

（Ｊ Ｂ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担任。 次年春， 太平洋理事会下又设立国际研究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委员由各国分会研究委员会主席担任，
首任主席定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Ｔ 萧特维尔。 此后的

数年间， 学会制定了第一批研究计划， 并制订了研究方针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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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Ｎｏｔ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５８， Ｎｏ １， １９８５ 有关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秘书处及各国分会 １９２５ 至

１９５２ 年间出版的书目， 见该会国际秘书处 １９５３ 年编制的 “ ＩＰ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１９２５ － １９５２： Ａ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Ｐ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Ｐａｒｔ Ｏｎｅ，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Ｆｏｕｒ， Ｐａｕｌ Ｆ Ｈｏｏｐｅｒ ｅｄ ，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Ｔｏｋｙｏ： Ｒｙｕｋｅｉ Ｓｈｙｏｓｈ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９５， ｐｐ ４７９ － ６１２）。 有关中国的部分见第 ５２１ ～ ５４２、 ５７３ ～ ５７５、 ６０８ ～ ６０９ 页等。 但此目

录并不全， 尤其对中文专著收录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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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拟制学会首批研究计划， １９２７ ～ １９２９ 年， 康德利夫、 萧特维尔等人

先后赴日本、 中国、 北美等地进行考察， 与各国分会、 学者， 及其他各界人

士接洽。 １９２９ 年年底， 学会的第三届会议上， 康德利夫等人所提出的第一

批研究项目获得了通过， 这些研究项目中， 以有关中国、 日本问题的研究

居多。
１９３１ 年， 在学会第四届会议举行前后， 学会制订了 《太平洋国际学会

工作之概况》， 更明确地阐释了学会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程序。① 根据 《概
况》， 学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研究、 会议讨论、 出版： “工作进行之

程序， 首为研究。 择各种困难繁杂之问题， 委托专门家研究之， 以其结果，
供下次之讨论。 次为会议。 会议讨论之内容， 按照议程之次序， 不仅限于指

定研究之专题， 尚有其他各委员之论文。 三为出版。 此会之集议， 讨论完

结， 并不表决或标明政策， 但将要点宣布于世， 以之代表舆论而已。”②

在上述三项工作中， 对于外界， 甚至一部分会员来说， 太平洋国际学会

最重要、 最受关注的一项活动是其定期举行的国际会议， 而其研究、 出版工

作则相对不为人所知或被人忽视。 有鉴于此， 学会强调， 调查研究、 会议讨

论和出版是三个相辅相成的环节： “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进行之方法， 含有

相辅而行赓续不断之性质， 而尤对讨论研究两部分为显著。 盖各种问题之

来， 如初讨论时， 觉其繁杂而不易窥其究竟， 则立即委之于专家研究。 研究

之所得既出， 再以供讨论之资。 讨论研究， 互相激发， 如水之愈博愈荡， 流

动而不能自已， 自此讨论及研究所得各种有价值之材料， 则均刊布， 以谋广

播。 故上述三种工作， 实彼此相辅相续而行者也。”③

学会制订研究计划的原则， 以及其他研究政策为： “按研究委员会， 规

定研究问题时， 其原则约有四端： （一） 凡研究之问题， 必含有 ‘太平洋’
及与太平洋有关系者为适当。 质言之， 即各种问题， 必将对于最近期间， 在

太平洋区域内之国际间发生关系。 （二） 各问题研究之次序， 缓急先后， 根

据下列二者以为定： 一为根本重要之程度， 一为足以发生国际间之纠纷。
（三） 各研究之计划， 须具备下列之三点。 （甲） 可在相当之时期内， 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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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１９３１． 此文后来又曾刊印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１９３１， ｐｐ ５２１ － ５３６。
《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之概况》， 刘驭万编 《最近太平洋问题》 上卷， 第 ２２３ 页。 本文是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的编译。
刘驭万编 《最近太平洋问题》 上卷， 第 ２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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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或四年研究完毕者。 （乙） 研究之问题， 必其影响于太平洋沿岸各国而非

普遍影响于世界各国者。 （丙） 须有具体性质， 足以影响国际关系者。 （四）
各国研究计划， 或由各国分会拟定， 送达研究委员会。 或由研究委员会自行

拟定。 第研究之须总会津贴者， 应由研究委员会委托某国之研究机关， 或个

人担任， 惟不须补助之研究， 得由各国分会斟酌之。 如一整批工作， 可分别

在各国研究， 则研究委员会应时加指示， 俾各部分研究之进行， 不致趋于分

歧。 此研究政策之大概也。”①

太平洋国际学会并不发展自己的研究机构， 而是与各会员国关心太平洋

问题的学术机构及研究者进行合作。② 学会制定自己的研究计划、 研究方

向， 当发现会员国学者或学术机构的研究兴趣、 方向与之一致时， 即努力达

成双方的合作， 由学会提供经费、 出版、 技术、 人力等方面的支持。
根据学会章程，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之经费， 由各会员国捐助及由他方

面募集之， 但须尽量保障本会之国际性及国际共同管理之原则”。③ 学会的

研究经费亦应由各会员国共同筹募， 但在事实上， 学会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

美国分会向美国基金会、 企业、 银行、 私人等方面的筹募。 在太平洋国际学

会的历史上， 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其最重要的两个赞

助者， 尤其是前者， 自 １９２９ 年起， 学会每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 ５００００ 美

元的研究资助。
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工作发端之初， 中国问题即是其研究的重心之

一。 １９２８ ～ １９４９ 年间， 太平洋国际学会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活动， 有相当大

的一部分是以中国为对象， 其中， 又有不少研究项目是在中国与学者、 学术

机构合作进行的。 以下即对这段时期学会在中国所推动的研究工作做一个大

致的考察。

二　 研究工作的开端

中国分会初建之时， 以发展国民外交为主要目的， 所依据的力量也主要是

上海实业、 银行、 基督教团、 教育各公团。 不过， 其时， 它亦注意与学者、 学

术机构建立联系。 第一次会议后， 中国分会亦认识到， 欲求解决中国内政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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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驭万编 《最近太平洋问题》 上卷， 第 ２２５ 页。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Ｊｕｎｅ １９２８。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总纲章》， 陈立廷、 应元道编 《最近太平洋问题》 下册， “附录一”， 第

１ ～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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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问题， 必须先进行深入的研究。① 但最初数年， 中国分会的研究工作几近

空白， 研究委员会尚未建立。 学会的每次会议举行前夕， 中国分会不得不临

时向会员征募论文。 这种情形随着总会研究工作的开端而发生了根本变化。
１９２７ 年底， 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干事康德利夫赴中国考察。 康德利夫

原是新西兰坎特伯里学院 （Ｃａｎｔｅｒｂｕｒ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经济学教授， 也是学会新西

兰分会的一个活跃分子。② １９２６ 年年底， 当他出任学会首任研究干事时， 资

历尚浅， 然而在六年任内， 他与萧特维尔等人共同为学会确立了研究政策和

研究方向。 学会的研究工作逐步开展， 成为与双年会会议讨论平分秋色的一

项事业。 或许与其本人的经济学背景有关， 康德利夫十分注重对经济、 社会

问题的研究。 他认为， 在太平洋区域国际政治纷争的表层之下， 潜藏着引发

这些争端的经济、 社会、 文化等因素， 而这些问题缺乏相应的研究。③ 在康

德利夫， 以及萧特维尔等人的推动下， 太平洋国际学会逐步确定在两条路径

上发展研究工作： 其一是以当下的政治、 外交关系等问题为对象的研究， 此

类研究与双年会的议题的关系更密切， 在一定意义上更注重时效性， 一般要

求在两届会议之间完成； 其二是对更基础的社会、 经济等问题的研究， 或谓

“长期”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的研究， 其时限往往超过两年而达到四年甚至更长。
１９２７ 年第二届会议后， 康德利夫受命拟制学会成立以来的第一套研究

计划。 在他看来， 学会的研究工作应采取分权政策， 由各国分会决定研究计

划； 另一方面， 学会有限的经费不允许发展自己的研究机构， 最好的方式是

与各国对相关问题有一定研究基础的研究机构或学者进行合作。④ 这种利用

现有研究资源开展国际合作的看法也是学会领导层的共识。 于是， １９２７ 年

冬， 康德利夫赴日本和中国访问， 以了解当地学界情况， 与学界接触， 发掘

可能的研究项目。 在日本， 他与日本分会拟定的第一项研究计划是由东京大

学教授那须皓承担的日本土地利用研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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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第 １１ 页。
关于康德利夫的生平， 见 “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Ｔｈｒｅｅ， ｐｐ ４２７ － ４７４； Ｐａｕｌ Ｆ Ｈｏｏｐｅｒ，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Ｊｏｈｎ Ｂ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Ｇ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 Ｍｉｃｈｉｏ Ｙａｍａｏｋａ ｅｄ ， Ｔｈｅ Ｅｙ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ｏｋｙ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ｉｎｔｅｄ， ２００４， ｐｐ ３５７ － ３６３。
Ｊ Ｂ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ｅｄ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ｒｕｎｏ Ｌａｓｋｅｒ ｅｄ ，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１９３１，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２， ｐｐ ５３０ － ５３２．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ｙ１９２８） ．
“Ｔｒａｖｅｌ Ｎｏ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 Ｎｅｗ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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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利夫抵达上海时， 中国刚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北伐尚未

完成。 对于研究计划， 余日章向康德利夫建议， 即将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会

议应以东北问题为探讨的重心， 并建议康德利夫北上与华北的学者进行接

洽。① 陈立廷亦陪同康德利夫在南京等地进行了访问。 从 １９２７ 年年底至

１９２８ 年春， 康德利夫与上海、 杭州、 苏州、 南京、 汉口、 山东、 天津、 北

京、 沈阳、 大连、 广东、 香港等地的中外学界、 教育界、 实业界、 银行界、
政界、 外交界、 教会等各界人士进行了交流。 在北京， 他会晤了胡适、 翁文

灏、 陶孟和、 周诒春、 陈达、 徐淑希、 鲍明钤、 戴乐仁等人。
康德利夫此次发掘可能的研究合作项目之行， 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很好的

响应， 不少学者携研究计划毛遂自荐。 在康德利夫看来， 中国仍缺乏一些基

础性的研究工作， 加以其个人本为经济学出身， 因此对基础性工作和实证研

究十分推重。 他所收到的一些研究计划， 在他看来是不现实、 缺乏可操作性

或是浮夸的。② 但也有一些学者及研究群体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中包括

张伯苓领导下的南开大学特别是以何廉为首的年轻的经济学者， 中国经济学

社社长刘大钧以及卜凯 （Ｊ Ｌｏｓｓｉｎｇ Ｂｕｃｋ） 领导下的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

济系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③

１９２８ 年， 为第三届会议作准备， 几项有关东北问题调查研究工作先行

展开， 其中， 由中国分会承担的有： 燕京大学徐淑希的东三省政治问题研

究； 南开大学关于山东、 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 （萧遽进行了先期的

调查工作， 后因萧氏离开南开， 改由何廉承担）； 陈立廷担任的有关东三省

问题研究的翻译。 次年年底举行的第三届会议上， 学会第一个研究计划获得

通过。 此时， 学会已取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 ５００００ 美元的研究资助。 在

第一批研究项目中， 除上述东北问题的研究外， 由中国分会提出的还包括：
南开大学何廉、 方显廷主持的天津工业化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学社刘大钧主

持的上海等地工业化问题研究； 中国分会主持的治外法权与修订关税问题研

究； 卜凯在金陵大学农学院主持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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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 ４４６．
“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 ４４６， ４５３， ４５４．
“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 ４５２， ４５３； “ Ｔｈｅ Ｓｔａｆｆ Ａｂｒｏａｄ”， Ｎｅｗ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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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际研究合作

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工作尚在酝酿时， 中国问题即在学会的整个研究计

划中居于重要地位。 学会与此研究领域一批中外专家、 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

联 系， 这 些 外 国 学 者 包 括 卜 凯、 雷 麦 （ Ｒ Ｆ Ｒｅｍｅｒ ）、 葛 德 石

（Ｇ Ｂ Ｃｒｅｓｓｅｙ）、 托尼 （ Ｒ Ｈ Ｔａｗｎｅｙ）、 拉铁摩尔、 魏特夫 （ Ｋａｒｌ Ａｕｇｕｓｔ
Ｗｉｔｔｆｏｇｅｌ）、 费正清等。 中国学者数目众多， 姑不必论， 至 １９３０ 年代中期，
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中国分会， 已与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 武汉

大学、 厦门大学、 岭南大学， 金陵大学、 沪江大学、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

究所、 中山文化教育馆、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等研究

机构建立了研究合作关系。 其中， 尤以与南开、 燕京、 清华三校之间的研究

合作关系最为紧密。 １９２８ ～ １９３５ 年间， 学会在中国所赞助的研究项目， 可

见下表 ４。

表 ４　 １９２８ ～ １９３５ 年中国分会主持的研究项目及其经费

单位： 美元

项目及主持者 １９２８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徐淑希：东三省问题 ５００ ００ ５００ ００ ５００ ００

萧遽：东三省调查统计 ２０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０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１７００ ００ １０６００ ００１５０００ ００１５０００ 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 ５０００ ００ ２５００ ００

何廉、方显廷：天津的工

业化
８０００ ００ ４０００ ００

刘大钧：中国棉纺织工业 ６００ ００
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 ８０００ ００
陈立廷：东三省研究翻译 ５００ ００ ５００ ００
中国分会：修订关税问题 ２０００ ００

何廉：东北移民问题∗ ７５００ ００ ７５００ ００ ５０００ ００
中国分会：会议筹备 ３５００ ００
张纯明：华北县政 ２５００ ００ ２５００ ００ ２５００ ００
潘光旦：中国之人道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方显廷：华北之乡村工业 ２０００ ００ ２５００ ００
中国分会：出版经费 １０００ ００

陈翰笙：中国烟草产区之

生活水平
１０００ ００

陈达：华侨对于华南人民

生活程度之影响
４０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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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９２８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刘大钧：中国丝产区之生

活水平
１０００ ００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 ２０００ ００

陈序经：暹罗之华侨 ２０００ ００

朱祖晦：中国茶产区之生

活水平
２０００ ００

刘大钧：中国棉产区之生

活水平
１５００ ００

中国分会：翻译、编辑 １０００ ００

中国分会各研究项目支

出合计
２９００ ００ ２４２００ ００２９５００ ００３４０００ ００１８５００ ００１６５００ ００１６０００ ００１１０００ ００

同期学会研究总支出 １２１６９ ２０３３４９９ ７０５６４４８ ７７６００６４ ２３４６９０２ ７６４４６７４ ２６３９５４９ ８０２２６００ ００

　 　 数据来源： 主要依据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１９２８ ａｎｄ １９２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１９３０ ａｎｄ １９３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１９３２ ａｎｄ １９３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１９３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ｆｏｒ １９３５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Ｂｕｄｇｅｔ ｆｏｒ １９３６” 〔Ｗ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ｒｅａ；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ｉｎｅ Ｙｅａｒｓ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Ｉ Ｐ Ｒ Ｎｏｔｅｓ ５ （Ｊｕｎｅ １９３６） 整理〕。

∗ １９３３ 年， 该研究因无法继续而终止， 当年经费后被收回。

太平洋国际学会对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视也体现在它对中国学者及学术机

构的研究赞助。 有研究者曾统计，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４ 年间， 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

支出的一半以上都用于赞助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① 表 ４ 也体现出学会

研究投入的重心向中国的倾斜。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是由当时中国

在远东太平洋区域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所决定的。 其次， 中国的社会、 经

济、 国际政治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尚刚刚起步， 仍相当薄弱。 而当太平洋国际

学会开始在中国展开研究活动， 与中国学者及学术机构进行合作时， 中国国

内中央及地方政府尚无暇顾及建立学术研究资助机制， 亦鲜有赞助社会科学

研究的专门化民间机构。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虽然已设立了社会调查所， 但

其关注中心始终置于自然科学事业。② 而国际私人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

对中国社会科学问题尚未注意。 该基金会在中国的赞助范围跳出以医学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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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Ｙｕｎｇ⁃ｃｈｅｎ Ｃｈｉａ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１９ － １９４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 Ｋ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ｐｐ ２２６ － ２２７．
杨翠华： 《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１９９１， 第 ７５ ～ １０２、 １９８ ～
１９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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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自然科学领域， 而注意到社会科学研究， 是在太平洋国际学会涉足此领

域数年后才开始的。
由此可见，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助对于与其合作的中国学者和学术机构

的重要性。 由表 ４ 可见， 以资助金额计算， 学会在中国的各个合作对象中，
金陵大学农学院、 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 刘大钧主持的中国经济学

社是最重要的三个机构。 卜凯领导下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所进行的中

国土地利用调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留待下文继续讨论， 此处单以南开大学

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为例。 委员会由何廉等人于 １９２７ 年建立， “该会成立之

初组织甚简， 规模甚小， 职员之总数仅十二人， 盖以限于经费不得不然

也”。① １９２８ ～ １９２９ 年间， 南开大学复遭遇空前严重的财政困难。 恰在此时，
太平洋国际学会向该校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何廉等人所提出的两项研究计

划提供了资助， 其中有关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 每年拨款 ７５００ 美元， 为期

三年； 华北工业化问题研究， 每年拨款 ５０００ 美元， 为期三年。 据何廉回忆，
“这些拨款对于委员会及我们个人来讲都是巨大的鼓励”。② 何廉、 方显廷等

最初主要利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助， 开展研究工作。 “经费既获增加， 工

作范围乃大事推广， 组织方法， 亦益有头绪。” 到 １９３０ 年， “今该会职员有

二十八人之多， 本校毕业生薛迪睁、 鲁光桓、 吴大业、 李锐诸君及冯君华年

等， 均在该会服务。 该会非特在国内学社界卓有地位， 即在国际学术亦颇有

声望， 此诚吾校之荣也。”③ １９３１ 年， 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扩充为经济学院，
该院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２ 年度的预算收入为 ４ 万元， 其中来自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

助为 ２ 万元， 占到了一半。④

对于与太平洋国际学会进行合作的中国学者及学术机构而言， 该学会所

提供的资助， 至少在研究进行之初， 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此后， 随着

中国自身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特别是南京政府及国内外机构加强了对各大

学及研究机构的赞助， 加之此时期太平洋学会自身研究政策也发生了一些调

整， 对于上述学者和学术机构而言， 太平洋学会赞助的重要性相对有所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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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近况》， 《南开大学周刊》 第 ９１ 期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何廉： 《何廉回忆录》， 朱佑慈等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８８， 第 ４３ ～ ４５、 ７２ ～ ７３ 页。
《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近况》。
见 《经济学院董事会成立会开会记》 ， 原载 《 南大周刊》 第 １０８ 期 （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 ５
日） ， 见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 （１９１９ ～ １９４９） 》 ， 南开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第 ４７ ～ 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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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仍以南开大学为例， １９３１ 年， 洛克菲勒基金会欧洲部分的副会长

（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冈恩 （Ｓｅｌｓｋａｒ Ｍ Ｇｕｎｎ） 到中国做了短暂的非正

式访问。 有意思的是， 有研究者提出， 冈恩在中国结交的学者群体， 与数年

前康德利夫初次访华时所结识的圈子大致重合。① 冈恩回国后， 向基金会提

交了一份备忘录， 敦促该会在中国的赞助方向转向社会科学领域， 其中包括

对乡村建设问题的探讨。 卡特在与冈恩联系后， 特意致函中国分会会长胡适

与研究干事何廉。 卡特称， 冈恩认为中国有如下三项事业值得洛克菲勒基金

会关注， 即南开大学、 金陵大学、 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 冈恩即将再次赴

华， 卡特建议中国分会负责人会商一下， 提出研究计划以向该基金会争取赞

助。② 不论卡特的信是否发挥了作用， 不久后，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获得了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长期资助。 刘大钧主持的上海等地工业化研究的情形与之

相似， 虽然该项目在其进行过程中又争取到来自政府机构及其他团体的资

助， 但正如刘大钧在 《上海工业化研究》 英文版的序言中所说， 若没有太

平洋国际学会的赞助， 此项研究很可能根本不会开端。③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学界的国际研究合作， 不仅表现在研究题目的确

立及研究资金的赞助， 亦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 中外研究人员的合作。 一

些外国学者参与或者主持了中国分会的研究项目， 如卜凯主持了中国土地利

用调查， 该调查汇集了中外研究者， 得到中外学术团体的协助； 再如 １９３４
年， 陈达与美国会员布鲁诺·拉斯克 （Ｂｒｕｎｏ Ｌａｓｋｅｒ） 合作， 在广东、 福建

展开有关华侨对当地生活水平影响问题的田野调查。 也有一些中国学者参与

外国分会的研究项目， 如刘大钧、 吴鼎昌等人参加了圣约翰大学教授雷麦

（Ｃ Ｆ Ｒｅｍｅｒ） 所主持的 “外国对华投资” 研究， 该研究为美国分会的研究

项目； 又如金陵大学的孙文郁负责中国土地利用调查项目中的食物消费调

查， 但他同时参与了美国分会的一个研究项目———由斯坦佛大学的阿尔斯伯

格 （Ｃａｒｌ Ｌ Ａｌｓｂｅｒｇ） 主持的 “东亚农产品消费趋势” 研究。 其二， 学会对

学者的技术支持， 中外学者研究资料的共享。 通过与包括总会、 外国分会在

内的海内外各界交换及赞助资料， 中国分会在上海建立起一个有关太平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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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 ２５１．
Ｅ Ｃ Ｃａｔｅｒ ｔｏ Ｈｕ Ｓｈｉｈ， Ｏｃｔ ５， １９３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档案号：
Ｅ０１４６ － ００１。
Ｄ Ｋ Ｌｉｅｕ，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６， ｐ 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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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研究图书馆。 亦有一些外国利用中国学者所收集的研究资料。 一个突出

的例子就是 １９３０ 年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托尼 （Ｒ Ｈ Ｔａｗｎｅｙ） 应太平洋国际学

会之邀来到中国考察， 他在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何廉、 方显廷等人的

帮助下， 主要利用该委员会收集的书籍、 数据、 资料， 写成 《中国的土地

与劳动力》 一书。① 其三， 学会就太平洋沿岸各国较为普遍存在的， 且影响

该区域国际关系的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平行研究， 其中包括土地

利用问题、 食物供给问题、 人口问题、 外国投资问题、 国际贸易问题、 关税

问题、 远东工业化问题、 远东农村社会经济问题、 生活水平问题、 移民及外

侨问题等。 中国分会参与了其中大部分研究项目， 如学会分别在日本和中国

进行了工业化问题的研究。 再如， １９３３ 年后， 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九个国家

展开了对于生活水平的考察。 还有一些研究， 即使在当时的西方学界， 亦属

于时新的研究方向， 如土地利用问题， １９２０ 年代流行于美国， 太平洋国际

学会最初在日本和中国组织此项调查工作， 后又推展到朝鲜、 新西兰、 菲律

宾等地。 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所开展的研究工作， 加强了与中国学界之间

的国际研究合作； 而中国学者则通过参与学会的研究项目， 加强了与国外学

术界的联系与合作。
此外， 一些中国学者在学会的机关刊物 《太平洋事务》 上发表文章， 《太平

洋事务》 亦对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论著， 予以评论、 介绍。 这些都增进了中、
西学界的相互了解与合作， 对中国相关学科的发展， 亦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政策也做过一些调整。 学会的研究工作刚开始不

久， 即遭遇经济大萧条，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３ 年间， 学会财政状况不佳， 其研究基

金的主要来源———洛克菲勒基金会亦对拨款设置了更为苛刻的条件。 １９３３
年在班夫举行的第五届会议上， 学会的研究管理政策做了一些调整。 １９２０
年代末， 学会研究活动开端之时， 它主要是与现有学术机构， 以及在与学会

研究计划相关领域已有研究基础的学者进行合作。 在学会看来， 这主要是考

虑到一些远东国家 （特别是中国） 研究设施仍很欠缺的情况而做出的决定。
到 １９３３ 年， 学会鉴于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因政府及其他机构的支持，
已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因此， 学会认为已具备条件， 制定统一的研究计划，
在数国沿相近路线展开研究工作， 开展平行研究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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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 Ｈ Ｔａｗｎｅｙ，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 Ｌｔｄ， １９３２）  其中

文译本为陶振誉编译的 《中国之农业与工业》 （南京： 正中书局， １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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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研究题目， 即是生活水平问题。① 当时， 不少西方学者相信， 远东太

平洋地区的国际争端， 主要源于社会、 经济因素。 而此区域国际贸易的冲

突，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生活水平较低、 可以在贸易竞争中降低生产成

本进行不正当竞争所致。 此外， 生活水平也是导致移民问题的主要因素。 不

过， 远东的局势发展很快证明， 此问题并非如其原先预想的那般重要。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方向再次进行了调整。 如

前所述， 自 １９３８ 年， 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开始进行名为 “调查” 的一系

列研究， 主要目的在于考察日本侵华之后果。 参加这一研究计划的主要是西

方学者， 在中国学者中， 只有在美国的冀朝鼎承担了一项有关中国战时经济

的研究， 不过， 研究进行期间， 冀朝鼎回国工作， 因而并未最终完成。 抗战

对中国分会研究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 战时， 一部分中国学者及中国分会的

研究成果被送美国刊印出版。

四　 太平洋学会在中国资助及推动的研究项目

１９２８ ～ １９４９ 年，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学界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合作，
尤以中国经济及社会研究领域的合作最为突出。 之所以有这种侧重， 首先是

因为学会一向认为， 东亚地区的政治冲突， 根源于经济、 社会问题， 而世界

经济大萧条发生后， 太平洋学会对经济问题更加关注； 其次， 中国社会、 经

济研究原本就是备受当时中外学界关注的两个研究领域。 此时期， 主要是在

抗战全面爆发前， 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赞助、 推动了数项规模较大， 也较

有影响的研究项目， 其中包括： 南开大学的何廉、 方显廷主持的天津工业化

问题研究及华北乡村工业问题研究； 刘大钧主持的上海工业化问题的研究；
卜凯主持的金陵大学农学院进行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陈翰笙的农村问题研

究等。 这些调查研究活动， 规模较大， 历时较长， 学会投入的资金较多， 其

成果在当时即引起中外学界的广泛注意， 在今天看来依然堪称经典。 以下即

对上述调查研究项目做一下简要介绍：
（１） 何廉、 方显廷主持的天津工业化研究和华北乡村工业研究

１９２７ 年， 何廉创建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 １９２８ 年下半年， 他

拟定了一项以天津为中心， 考察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的研究计划。 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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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Ｗ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ｒｅａ；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ｉｎｅ Ｙｅａｒｓ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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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 方显廷受何廉之邀任教于南开， 同年， 此项目获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

通过， 研究工作由方显廷主持进行。 １９３１ 年， 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扩

充为经济学院， 天津工业化研究是该院最初的三项研究工作之一 （另两项

为编制各项物价指数， 以及亦受太平洋学会赞助的山东、 河北向东北移民问

题研究）。 １９３４ 年， 经济学院复改为经济研究所。 同时期， 又得到洛克菲勒

基金会的赞助。 至 １９３７ 年，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方显廷写成 《天津地毯

工业》、 《天津织布工业》、 《天津针织工业》、 《中国之棉纺织业》、 《天津棉

花运销概况》、 《天津之粮食业及磨坊业》 等研究著述。 “方显廷的研究把天

津地区的主要工业从工业组织到资本都包罗无遗了。”① 此外， 作为向太平

洋国际学会会议的阶段性研究报告， 何廉、 方显廷写了 《中国工业化之程

度及其影响》、 《中国之工业化： 天津情况之调查》， 方显廷写了 《中国工业

化之统计的分析》。 据何廉回忆， 在研究工业化问题的过程中， 他逐渐感到

工厂工业在中国经济中无足轻重， 因此， 到 １９３１ 年， 他们将研究重心转向

农村经济。 １９３０ 年代上半期， 中国农村问题日益受到中外学界及政府的关

注。 １９３５ 年， 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 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和

金陵大学联合成立了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 何廉任主席。 此时期， 何廉

写了 《中国的农村建设》， 方显廷则将天津工业化研究发展到华北乡村工业

研究， 写了 《中国之乡村工业》， 并以高阳织布业为研究对象， 写成 《华北

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
（２） 刘大钧主持的上海工业化研究

１９３１ 年， 刘大钧主持的中国经济学社因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赞助，
与中国统计学社合办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 并联合国民政府统计局 （刘大

钧任局长）、 实业部、 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 上海市社会局， 国立交通大

学研究所， 组织联合调查所， 举行上海工业调查， 共调查工厂两千余家， 最

后采用 １６６６ 家。 １９３３ 年， 刘大钧向太平洋国际学会班夫会议提交了一份初

步报告。② 嗣后， 因感到采用范围及整理方法有不甚满意之处， 又有所修

订， 工厂总数亦略有增加。 １９３３ 年， 刘大钧主持的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复

受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 调查全国工业， 涉及包括上海在内的 １７ 省、 １５０

０７１

①
②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何廉回忆录》， ２０１２， 第 ６７ 页。
Ｄ Ｋ Ｌｉｅｕ，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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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 ２７００ 余家工厂。 上海社会局又重新调查全市工厂， 中山文化教育馆

亦委托该所研究都市经济社会问题。 在上述调查基础上， 刘大钧于 １９３６
年写成英文 《上海工业化研究》 一书， 其中文版 １９４０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
（３） 陈翰笙的农村经济研究 （抗战以前）
１９２９ 年， 陈翰笙应蔡元培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不久， 他将调查研究转向农村。 “我认识到， 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 造成社

会的基础结构， 这是真正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 而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

属于农村的， 因此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就拿中国的农村研究作为它

的第一步工作。”① 随后， 陈翰笙组织了数次农村社会调查。 其中，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３４ 年 ５ 月， 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

联合进行了对广东农村的调查。 先对梅县、 潮安、 惠阳、 中山等 １６ 个县进

行了详细调查， 又在番禺 １０ 个代表村中调查了 １２０９ 户。 同时对 ５０ 个县 ３３５
村进行了通信调查。 在此基础上， 陈翰笙用英文写了 《广东农村生产关系

与生产力》 一书， 该书得到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赞助。
１９３３ 年，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班夫会议决定， 在各会员国进行社会水平

的研究。 中国分会所提出并获得通过的研究计划包括： 陈翰笙主持的有关烟

草产区生活水平的社会经济调查、 刘大钧主持的浙江丝产区的社会经济调

查， 这些尤其关注生活水平； 陈达与拉斯克共同承担的有关闽粤华侨与当地

生活水平关系研究； 陈翰笙、 王寅生、 张锡昌等在安徽、 山东、 河南烟草区

进行了调查。 陈翰笙利用这些调查资料， 以及在美国搜集的资料， 于 １９３９
年用英文写成 《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 中国烟农生活研究》 一书，
以反映国际资本、 中国的中央及地方政权、 军阀官僚、 土豪劣绅、 买办高利

贷者互相勾结， 对烟农进行的剥削。
１９２９ ～ １９４９ 年， 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中国分会在中国发起、 赞助的研

究项目的成果包括：②

１７１

①

②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陈翰笙著 《四个时代的我———陈翰笙回忆录》， 中国文史

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４５ 页。
需要说明的是： 首先， 由于太平洋学会是一个国际组织， 以及相关研究的经费主要来自海

外， 所以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数以英文形式在中国、 美国、 英国出版， 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由

研究者或中国分会译为中文出版。 其次， 以下所列书目或许未全， 且仅收录了研究著作及

小册子， 并不包括中国学者在国内外刊物 （包括 《太平洋事务》） 所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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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著作及翻译：
侯树彤： 《东三省金融概论》，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 上海： 太

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１。
何廉、 方显廷： 《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 上海： 工商部工商访

问局， １９３０。
方显廷： 《天津地毯工业》， “工业丛刊” 第 １ 种， 天津： 南开大学社会

经济研究委员会， １９３０。
方显廷： 《天津织布工业》， “工业丛刊” 第 ２ 种， 天津： 南开大学经济

学院， １９３１。
方显廷： 《天津针织工业》， “工业丛刊” 第 ３ 种， 天津： 南开大学经济

学院， １９３１。
徐淑希： 《满洲问题》，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 上海： 中国太平

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２。
鲍明钤： 《在华外侨之地位》，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 上海： 中

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２。
鲍明钤： 《外人在华沿岸及内河航行权》，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

上海：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２。
陶孟和： 《中国劳工生活程度》，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 上海：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２。
夏晋麟编著 《上海租界问题》，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 上海： 中

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２。
刘大钧： 《外人在华投资统计》，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 上海：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２。
谢家荣、 朱敏章： 《外人在华矿业之投资》，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

书”， 上海：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２。
贾士毅： 《中国经济建设中之财政》，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 上

海：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２。
张心一： 《中国粮食问题： 中国十四省粮食供给和需要的研究》， “中国

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 上海：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２。
赵敏恒： 《外人在华新闻事业》，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 上海：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２。
大岛与吉： 《满蒙铁路网》，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 中国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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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译， 上海：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１。
金冶井谷： 《日本对华投资》，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 中国太平

洋国际学会编译， 上海：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２。
Ｕｎｏｋｉｃｈｉ Ｈａｔｔｏｒｉ： 《汉字之优点与缺点》，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译， 上海：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２。
木村增太郎： 《中国的财政改良与公债整理问题》，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

会丛书”，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译， 上海：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２。
Ｗ Ｆ Ｓｐａｌｏｌｉｎｇ： 《银价问题与远东》，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 中

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译， 上海：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２。
夏皮罗 （Ｈ Ｌ Ｓｈａｐｉｒｏ）： 《夏威夷之华侨》，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

书”，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译， 上海：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２。
陈翰笙： 《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上海： 中山文化教育馆，

１９３４。
方显廷主编 《天津棉花运销概况》， 天津：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１９３４。
方显廷： 《中国之棉纺织业》， 上海： 国立编译馆， １９３４。
方显廷： 《天津之粮食业及磨房业》， “工业丛刊” 第 ４ 种， 天津： 南开

大学经济学院， １９３４。
方显廷： 《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 “工业丛刊” 第 ６ 种，

天津：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１９３５。
方显廷、 毕相辉： 《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 “工业丛

刊” 第 ７ 种， 天津：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１９３６。
卜凯著： 《中国农家经济： 中国七省十七县二八八六田场之研究》， 张

履鸾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陈达：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长沙：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８。
刘大钧： 《上海工业化研究》， “中山文化教育馆丛书”， 长沙： 商务印

书馆， １９４０。
卜凯主编 《中国土地利用： 中国二二省一六八地区一六七八六田场及

三八二五六农家之研究》， 乔启明等译， 成都： 金陵大学农学院， １９４１。

英文著述：
Ｃｈｉｎｇ⁃Ｌｉｎ Ｈｓｉａ （夏晋麟），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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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 １９２９）．
Ｓｈｕｈｓｉ Ｈｓü （徐淑希），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ｅｋｉｎｇ， １９２９）．
Ｃｈｕ Ｈｓｉａｏ （ 萧 遽 ），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Ｉｔ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 １９２９）．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Ｌ Ｈｏ ａｎｄ Ｈ Ｄ Ｆｏｎｇ （何廉、 方显廷），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２９）．

Ｈ Ｄ Ｆｏｎｇ （方显廷），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 Ｃａｒｐｅ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２９）．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Ｌ Ｈｏ ａｎｄ Ｈ Ｄ Ｆｏｎｇ （何廉、 方显廷），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２９）．

Ｊ Ｌｏｓｓｉｎｇ Ｂｕｃｋ （ 卜 凯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０）．

Ｊ Ｌｏｓｓｉｎｇ Ｂｕｃｋ （卜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０）

Ｈ Ｄ Ｆｏｎｇ （方显廷）， Ｈｏｓｉｅｒｙ Ｋｎ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ｈｌｉ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０）．

Ｈ Ｄ Ｆｏｎｇ （方显廷）， Ｒａｙ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ｔｔｏｎ Ｗｅａ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 （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ｈｌｉ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０）

Ｈ Ｄ Ｆｏｎｇ （ 方 显 廷 ），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１）．

Ｓｏｐｈｉａ Ｈ Ｃｈｅｎ Ｚｅｎ （ 陈 衡 哲 ） ｅｄ ，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ｎｇｃｈｏｗ， Ｏｃｔ ２１ － Ｎｏｖ ４， １９３１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１）．

Ｄａｔａ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ｈｅｌｄ ｉｎ Ｈａｎｇｃｈｏｗ ｆｒｏｍ Ｏｃｔ ２１ ｓｔ

ｔｏ Ｎｏｖ ４ ｔｈ， １９３１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１）．

Ｄａｔａ Ｐａｐｅｒｓ：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４ ｔｈ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１ （Ｂｅｉｐｉｎｇ： ｓ ｎ ， １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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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Ｋ Ｌｉｅｕ （刘大钧），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ｈｅｌｄ ｉｎ Ｈａｎｇｃｈｏｗ ｆｒｏｍ Ｏｃｔ ２１ ｓｔ ｔｏ Ｎｏｖ ４ ｔｈ， １９３１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１）．

Ｌ Ｋ Ｔａｏ （陶孟和），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ｈｅｌｄ ｉｎ Ｈａｎｇｃｈｏｗ ｆｒｏｍ Ｏｃｔ ２１ ｓｔ ｔｏ Ｎｏｖ ４ ｔｈ， １９３１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１）．

Ｈ Ｄ Ｆｏｎｇ （ 方 显 廷 ），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ｈｅｌｄ ｉｎ Ｈａｎｇｃｈｏｗ ｆｒｏｍ Ｏｃｔ ２１ ｓｔ ｔｏ Ｎｏｖ ４ ｔｈ， １９３１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１）．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Ｌ Ｈｏ （何廉），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ｈｅｌｄ ｉｎ Ｈａｎｇｃｈｏｗ ｆｒｏｍ Ｏｃｔ ２１ ｓｔ ｔｏ Ｎｏｖ ４ ｔｈ，
１９３１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１）．

Ｃ Ｙ Ｈｉｅｈ ａｎｄ Ｍ Ｃ Ｃｈｕ （谢家荣、 朱敏章），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ｈｅｌｄ ｉｎ Ｈａｎｇｃｈｏｗ ｆｒｏｍ Ｏｃｔ ２１ ｓｔ

ｔｏ Ｎｏｖ ４ ｔｈ， １９３１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１）．

Ｈｕ Ｓｈｉｈ （胡适），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ｉｎｇ， Ｖ Ｋ （丁文江），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Ｈｅｒ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ｕｘｉ Ｈｓｕ （徐淑希）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ｏｒｅ Ｄｕｃａ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Ｆｏｒｃｅ ｏｒ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ｕｓｐ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ｅｋｉｎｇ： ｓ ｎ ， １９３１）．

Ｃ Ｃ Ｃｈａｎｇ （张心一），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１）．

Ｓｈｕｘｉ Ｈｓｕ （ 徐 淑 希 ），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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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ｕ， Ｍｉｎｇｃｈｉｅｎ Ｊｏｓｈｕａ （ 鲍 明 钤 ），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１）．

Ｂａｕ， Ｍｉｎｇｃｈｉｅｎ Ｊｏｓｈｕａ （鲍明钤），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１）．

Ｃｈａｏ，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ｉｎｇ⁃ｈｅｎｇ （ 赵 敏 恒 ），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１）．

Ｈ Ｄ Ｆｏｎｇ （方显廷）， Ｃｏｔｔ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ｈｌｉ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２）．

Ｄ Ｋ Ｌｉｅｕ （刘大钧），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３）．

Ｍｉｎｃｈｅｎ Ｔ Ｚ Ｔｙａｕ （刁敏谦），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２；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３）．

Ｃｈｅｎ Ｈａｎ⁃ｓｅｎｇ （ 陈 翰 笙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３）．

Ｔｓａｉ Ｃｈｉ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 Ｋｗａｎ⁃Ｗａｉ （蔡谦、 陈伟群），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１９１２ － １９３１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３）．

Ｈｉｅｎ Ｄｉｎｇ Ｆｏｎｇ （方显廷），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ｈｌｉ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３）．

Ｓｉａｏ⁃Ｍｅｉ Ｄｊａｎｇ （张肖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ｏｆ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ａ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３）．

Ｗ Ｈ Ｗｏｎｇ （翁文灏），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３）．

Ｃ Ｌ Ｎｉｅｈ （聂潞生），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３）．

Ｇｉｄｅｏｎ Ｃｈｅｎ （ 陈 其 田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２７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３）．

Ｈ Ｄ Ｆｏｎｇ （方显廷）， Ｇｒａ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Ｍ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 （ Ｐｅｉｐｉｎｇ： Ｓａｎ
Ｙｕ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４）．

Ｌｏｗｅ， Ｃ Ｈ （骆传华）， Ｆａｃｉｎｇ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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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 Ｋ Ｌｉｅｕ （ 刘 大 钧 ），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６）．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Ｇ Ｔｉｎｇ （丁佶），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ｔｔ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６）．
Ｌｉｎ Ｙｕｔａｎｇ （林语堂），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 １９３６）．
Ｈ Ｄ Ｆｏｎｇ （方显廷）， Ｔｏｗａ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６）．
Ｔ Ｈ Ｃｈｕ （朱祖晦）， Ｔｅａ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 １９３６）．
Ｃｈｉａｏ⁃ｔｉｎｇ Ｃｈｉ （冀朝鼎）， Ｋｅ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Ａ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ｏｎｄｏｎ： Ｇ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 １９３６）．

Ｃ Ｍ Ｃｈａｎｇ （张纯明）， Ａ 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６）．

Ｗ Ｙ Ｌｉｎ （林维英），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Ｋｅｌｌｙ＆ Ｗａｌｓｈ， １９３６）．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Ｌ Ｈｏ （ 何 廉 ），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６）．

Ｎ Ｗｉｎｇ Ｍａｈ ａｎｄ Ｃ Ｆ Ｃｈａｎｇ （ 马如荣、 张忠绂 ），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ａｎｇｋｕ Ｔｒｕｃ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６）．

Ｃｈｅｎ Ｈａｎ⁃ｓｅｎｇ （陈翰笙），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 １９３６）． ①

Ｊ Ｌｏｓｓｉｎｇ Ｂｕｃｋ （卜凯）， Ｌ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１６， ７８６
Ｆａｒｍｓ ｉｎ １６８ 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３８， ２５６ Ｆａｒｍ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ｙ⁃Ｔｗｏ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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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翰笙的著作当时以英文出版， 其中一些于 １９８０ 年代译为中文， 如： 陈翰笙： 《帝国主义

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 陈绛译、 汪熙校，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４； 陈翰笙： 《解放前的地

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 冯峰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４； 陈翰笙： 《解放

前的西双版纳土地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４；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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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７）．
Ｊ Ｌｏｓｓｉｎｇ Ｂｕｃｋ （卜凯）， Ｌ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７．
Ｃｈｅｎ Ｈａｎ⁃ｓｅｎｇ （陈翰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ｏｒ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 Ｌｔｄ，
１９３９）．

Ｃｈｉｅｎ Ｔ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钱端升），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ｍ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 Ｋｏｗｌｏｏ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９）．

Ｓ Ｒ Ｃｈｏｗ ａｎｄ Ｐ Ｃ Ｋｕｏ （周鲠生、 郭斌佳），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３１， Ｋｏｗｌｏｏｎ （ Ｋｏｗｌｏｏ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９）．

Ｗ Ｙ Ｌｉｎ （ 林 维 英 ），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ｏｗｌｏｏ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９）．

Ｄ Ｋ Ｌｉｅｕ （刘大钧），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Ｋｅｌｌｙ ａｎｄ
Ｗａｌｓｈ， １９４０）．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Ｔｕｎｇ （董霖），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ｓｓｕ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ｕｓｐ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０）．

Ｈｕ Ｓｈｉｈ （胡适）， Ｔｗｏ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Ａｓ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２）．

Ｈ Ｄ Ｆｏｎｇ， Ｋ Ｙ Ｙｉｎ， ａｎｄ Ｔｓｏ⁃Ｆａｎ Ｋｏｈ （方显廷等），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２）．

Ｓ Ｒ Ｃｈｏｗ （周鲠生）， Ａ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Ｏｒｄ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２）．

Ｋｕｏ⁃ｈｅｎｇ Ｓｈｉｈ ａｎｄ Ｊｕ⁃Ｋａｎｇ Ｔｉｅｎ （史国衡、 田汝康），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３）．

Ｙｕ⁃ｉ Ｌｉ， Ｈｓｉａｏ⁃ｔｕｎｇ Ｆｅｉ， ａｎｄ Ｔｓｅ⁃ｉ Ｃｈａｎｇ （李有义、 费孝通、 张之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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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３）．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Ｌ Ｋ Ｈｓｕ （许烺光）， Ｍａｇｉｃ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ａ Ｒｕｓ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３ ）．

Ｓ Ｒ Ｃｈｏｗ （周鲠生），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Ｐｌａ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ｒｅ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４４）．

Ｌｉｎ Ｙｕｅｈ⁃ｈｗａ （林耀华），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Ｗｉｎｇ： 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４）．

Ｃｈｉｎｇ⁃Ｋｕｎ Ｙａｎｇ （杨庆堃 ）， Ａ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Ｃｈｏｗｐｉｎｇ Ｈｓｉｅｎ， Ｓｈａｎｔｕｎｇ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４）．

Ｋｕｏ⁃ｈｅｎｇ Ｓｈｉｈ ｅｔ ａｌ （史国衡等），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ｇ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４）．

Ｋｕｎｇ⁃ｃｈｕａｎ Ｈｓｉａｏ （ 萧 公 权 ），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ａｃｅ 　
（Ｃｈｕｎｇｋ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５）．

Ｃｈｉｎｇ⁃ｃｈａｏ Ｗｕ （吴景超）， Ｐｌａ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ｕｎｇ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５）．

Ｗａｎｇ， Ｔｉｅｈ⁃Ｙａｉ （王铁崖）， Ｔｈｅ Ｓ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ｕｎｇ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５）．

Ｋａｎ⁃Ｙü Ｗａｎｇ （王赣愚），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Ｕｎｉｔｓ （ Ｃｈｕｎｇ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５）．

Ｃｈｉｈ Ｔｓａｎｇ （章植），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５）．

Ｄｉｓｏｎ Ｈｓｕｅｈ⁃ｆｅｎｇ Ｐｏｅ （浦薛凤），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ｉｎｉｍｕｍ⁃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Ｆｅａｒ
（Ｃｈｕｎｇ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５）．

Ｌｉｎ， Ｗｅｉ⁃ｙｉｎｇ （林维英），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ｕｎｇ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５）．

Ｓ Ｒ Ｃｈｏｗ （周鲠生），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ｉｎ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Ｃｈｕｎｇ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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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ｃｈｉｎｇ Ｃｈｅｎ （陈序经），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ｓｉａ （Ｃｈｕｎｇ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５）．

Ｆｅｉ Ｈｓｉａｏ⁃ｔｕｎｇ ＆ Ｃｈａｎｇ Ｃｈｉｈ⁃Ｉ （费孝通、 张之毅）， Ｅａｒｔｈｂｏｕ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５）．

Ｌｉｎ Ｙｕｅｈ⁃ｈｗａ （林耀华），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Ｗｉｎｇ：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７）．

Ｍｏｎｌｉｎ Ｃｈｉａｎｇ （蒋梦麟）， Ｔｉｄ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７）．

Ｙｕａｎ⁃ｌｉ Ｗｕ （吴元黎），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７）．

Ｗｕ， Ｃｈｉ⁃Ｙｕｅｎ （伍启元），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７）．

Ｄ Ｋ Ｌｉｅｕ （ 刘 大 钧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７）．

Ｃｈｅｎ Ｈａｎ⁃ｓｅｎｇ （陈翰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ｏ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ｉ 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ａｍｂ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Ｓｉｋａｎｇ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９）．

五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在太平洋学会中国分会所进行的各项研究工作中， 土地利用调查是一个

特殊的例子， 它可以称得上太平洋学会所赞助研究项目中， 规模最大、 投入

最多的一项研究， 其主持者虽为外国学者， 但算作中国分会名下的项目， 且

确实在金陵大学进行， 研究过程体现了中外各国学者及学术机构的合作。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６ 年， 在卜凯 （Ｊ Ｌｏｓｓｉｎｇ Ｂｕｃｋ） 主持下，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

系进行了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该调查涉及 ２２ 省 １６８ 个地区的 １６７８６ 家农场

及 ３８２５６ 户农家， 是当时官方之外所组织的最大规模的农村调查之一， 耗资

亦不菲。 作为调查的成果， 《中国土地利用》 一书自其问世， 即备受学界关

注。 虽然对于卜凯的调查及分析方式， 其取得的数据的准确性， 及得出的结

论等， 学界一直存在各种评价， 但未可否认其在中国农村问题实地调查领域

中的地位， 其调查所得至今亦对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于卜凯主持的

０８１



第四章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学界的研究合作

包括土地利用在内的中国农业经济调查， 以往学界多有探讨， 许多研究中国

现代农业经济问题的论文及专著都有所涉及， 近来亦有专门的研究论文出

现。① 笔者则试着从学术史的角度关注这一调查研究， 探讨其缘起、 进行、
结果， 特别是它与其最主要的赞助者———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关系， 并由此窥

探 １９２０ 年代中期至 １９３０ 年代中期该学会对中国农村问题、 经济研究， 乃至

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赞助。
（一）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

１９２７ ～ １９３７ 年， 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而在经济研究

领域， 也有学者认为， １９２９ 年后， 中国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初步繁荣时期。②

也大体在此时期， “以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 促进太平洋各国之邦交为

宗旨”③ 的太平洋区域国际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 也涉足中国经济研

究， 通过与经济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合作， 对此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起了

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 太平洋国际学会是较早赞助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

组织之一。 自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末， 该组织开始发展自身的研究计划。
１９３０ 年代前后， 尤其是 １９２５ ～ １９３５ 年， 中国出现了一股农村调查热

潮。④ 其中， 由卜凯主持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是规模较大的一次。 该调查也

是太平洋国际学会赞助的中国农村经济、 社会系列研究之一。 该学会建立不

久， 即开始关注中国农村问题。 在此时期， 该组织在中国赞助的相关研究包

括： 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调查和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华

北乡村工业问题研究和华北县政问题研究、 陈翰笙所主持的延续到 １９４０ 年

代中期的中国农村问题的系列研究。⑤ １９４０ 年代， 学会还资助了费孝通、 张

１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如： 盛邦跃： 《对卜凯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再认识》， 《学海》 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殷晓岚：
《卜凯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学的发展》，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林毅夫、 胡书东： 《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 《经济学季刊》 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总纲章》， 陈立廷、 应元道编 《最近太平洋问题》， “附录一”， 第 １ 页。
陶诚： 《３０ 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１９９０ 年第 ３ 期。
关于何廉等南开经济学者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关系， 见： 山岡道男： 《南開大学経済研究

所と太平洋問题調查会との関係にっいて》， 《黎明期ァジァ太平洋地域の国际関係： 太

平洋問题調查会 （ Ｉ Ｐ Ｒ ） の研究》， 东京： 早稲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１９９４， 第

７３ ～ １１３ 页；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１９ － １９４９， ｐｐ ７８ － １３５
等； 关于陈翰笙与学会关系， 见前引书， 第 １３６ ～ １８３ 页； 麦金农： 《陈翰笙与太平洋国

际学会》， 王建朗、 栾景河主编 《近代中国、 东亚与世界》 下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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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毅的 《被土地束缚的中国》、 林耀华的 《金翼》 的出版。① 上述研究在国

内外学术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形成了一系列堪称经典的著作。 而其中规模

最大， 历时最长， 耗资最多的， 仍是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二）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之缘起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之所以在 １９２０ 年代末出现， 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

农村日渐破产， 农村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金陵大学叙述调查之缘起

为： “整个农村经济之破产， 实为今日中国之致命伤， 地利未尽， 人谋不臧， 农

业衰退， 伏根已深， 国人侈言农业者， 类多昧于农业之现状， 欲术其病， 须明

病源， 土地为一切农业之母， 故土地利用之研究， 实为当务之急。”② 而从学术

史的角度看， 这样一项研究在此时期出现， 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促成的：
１ １９２０ 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农村调查与统计之缺乏

在中国， 采用现代的研究方法， 对农村经济与社会问题进行实地调查，
是从 １９ 世纪末开始， 而于 １９２５ ～ １９３５ 年形成一股热潮。 最初的农村调查是

由在华外国传教士及大学教师进行的。 一般认为， 农村调查的发端是 １９ 世

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溥 （Ａ Ｈ Ｓｍｉｔｈ） 根据自身观察所著 《中国农村生活》
和 《中国人德行》。③ “这两本书所记载的， 当然有许多主观的见解， 谈不到

调查， 但调查的发端， 实由此开始。”④ １９１９ 年， 清华学校教授狄特莫

（Ｃ Ｇ Ｄｉｔｔｍｅｒ） 带领学生在北京西郊调查 １９５ 户农民家庭的生活费用。
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０ 年， 沪江大学的葛学溥 （Ｄ Ｈ Ｋｕｌｐ） 指导学生在广东潮州凤凰

村进行调查， １９２５ 年出版了 《华南乡村生活调查》。⑤ １９２２ 年， 马伦

２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Ｆｅｉ Ｈｓｉａｏ⁃ｔｕｎｇ ＆ Ｃｈａｎｇ Ｃｈｉｈ⁃Ｉ， Ｅａｒｔｈｂｏｕ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５）．

Ｌｉｎ Ｙｕｅｈ⁃ｈｗａ，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Ｗｉｎｇ： 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４）．

Ｌｉｎ Ｙｕｅｈ⁃ｈｗａ，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Ｗｉｎｇ：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ｉｓ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７） ．
《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本校作全国土地利用调查》， 原载 《金陵大学校刊》 第 ６７ 号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见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 《金陵大学史料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第 ２０１ 页。
Ａ Ｈ Ｓｍｉｔｈ，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Ｆ Ｈ Ｒｅｖｅｌｌ Ｃｏ ， １８９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Ｆ Ｈ Ｒｅｖｅｌｌ Ｃｏ ， １８９４．
张锡昌： 《为什么要举行农村社会调查》， 原载张锡昌： 《农村社会调查》， 上海： 黎明书

局， １９３５， 见陈翰笙、 薛暮桥、 冯和法编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 第 ３ 辑， 中国展望出版社，
１９８９， 第 １１ 页。
Ｄ Ｈ Ｋｕｌｐ，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ｓｍ，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２５．



第四章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学界的研究合作

（Ｃ Ｂ Ｍａｌｏｎｅ） 和戴乐仁 （Ｊ Ｂ Ｔａｙｌｏｒ） 受华洋义赈会之请， 带领北平九所

大学学生调查了河北、 山东、 江苏、 安徽、 浙江等省 ２４０ 个村庄， 于 １９２４
年出版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中国学

者主持的调查自 １９２０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 “民国十三年 （一九二四年） 以

后， 中国学者调查农村的报告才次第出现。 如张镜予的 《社会调查———沈

家行实况》， 陈达的 《社会调查的尝试》， 李景汉的 《京兆农村的状况》， 及

乔启明的 《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 等作， 都在民国十三、
四年间发表。”① １９２６ ～ １９２７ 年， 李景汉带领燕京大学学生调查了北京郊区

４ 村 １６０ 户农家， 于 １９２９ 年出版了 《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 李景汉还于

１９２６ 年在定县开始了历时七年的社会概况调查。② 在政府的农业统计方面，
北京政府时期， 最主要的举措是 １９１４ ～ １９２４ 年的农商部先后九度编制农商

统计表， 但前几次是根据实地调查， 后几次则为估计数字。③ 陈翰笙评价

说： “前北京农商部之农村经济调查与统计， 其简陋虚妄之点不胜枚举。”④

南京政府成立后， 农业统计工作主要由立法院统计处及其后身主计处统计

局负责。 总体而言， 直到 １９２０ 年代中期前后， 农村调查活动虽已开始，
但其数量、 范围及影响都很有限， 其成果殊难称得上丰富， 农业统计更为

空缺， 有关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资料仍相当缺乏。 １９２４ 年， 罗马万

国农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决定于 １９３０ ～ １９３１ 年举行世

界农业清查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ｅｎｓｕｓ）， 向各国政府发出公函， 邀请其参

加。 １９２７ 年， 该组织还曾派专家到中国接洽， 适值北伐战事正酣， 该专家

仅及沪上而返。⑤

３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张锡昌： 《为什么要举行农村社会调查》，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 第 ３ 辑， 第 １１ 页

参见张锡昌： 《为什么要举行农村社会调查》，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 第 ３ 辑， 第 １１ ～ １２
页； 钱俊瑞： 《评卜凯教授所著 〈中国农场经济〉》， 原载 《中国农村》 第 １ 卷第 １、 ２ 期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１１ 月 １ 日）， 见薛暮桥、 冯和法编 《 〈中国农村〉 论文选》 下， 人民

出版社， １９８３， 第 ８９４ ～ ８９５ 页； 陶诚： 《３０ 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 《中国社会经济史

研究》 １９９０ 年第 ３ 期； 侯建新：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
《史学月刊》 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 张泰山：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成果回

顾》，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朱君毅： 《民国时期的政府统计工作》，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１９８８， 第 ３ 页。
陈翰笙：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 见汪熙、 杨小佛主编 《陈翰笙文集》， 复旦大学出

版社， １９８５， 第 ３４ 页。
《农业统计之效用》， 孙文郁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１５６４， 原文未标明时间， 应作于 １９２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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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金陵大学农林科农业经济系之初步发展

金陵大学农林科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农业教育机构之一， １９１４ 年由传教

士出身的裴义理 （ Ｊｏｓｅｐｈ Ｂａｉｌｉｅ） 创办。① 在历任科长裴义理、 芮思娄

（Ｊ Ｈ Ｒｅｉｓｎｅｒ）、 过探先的主持下， 获得了初步的发展， 奠定了教学、 研究、
推广三重事业并重的格局。② 农林科农业经济系成立于 １９２１ 年， 初仅有毕

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的卜凯一人任教， 后又有金大自身培养的徐澄、
孙文郁、 乔启明等人加入。 １９２４ 年该系分为农业经济系、 农场管理、 农村

社会三组。 该系一向注重调查工作， １９２１ 年， 卜凯制订农村调查表数种，
开始在南京农村试行调查。③ １９２１ ～ １９２４ 年， 在其组织下， 该系教师和高年

级学生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 对 ７ 省 １７ 县的 ２８６６ 户农家进行了调查。 此调

查以农场管理为主要内容， 还包括土地利用、 人口、 食物消费等社会、 经济

信息。 它是民国成立后 “历时最久， 调查地域最广， 调查项目最详， 和比

较上最富于科学性的农村调查”。④ 鉴于农业统计工作的缺失， 金大农林科

对将于 １９３１ 年进行的世界农业清查十分关注， 孙文郁翻译了该组织所作

《农业统计之效用》 一文， 过探先为译文作的注语呼吁道： “此事之办理得

当与否， 关系于国际名誉极大。 切望政府注意及此。”⑤

１９２０ 年代中后期， 随着民族意识觉醒以及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展， 尤其受

北伐运动的影响， 作为教会学校的金陵大学也面临变革。 １９２７ 年春， 北伐军进

军南京， 随后南京事件发生， 金大校园在乱中遭劫掠， 西人副校长被杀， 外籍

教师纷纷逃离南京。 在留守的中国教职员工的组织下， 学校管理层进行了改组，
陈裕光被推举为校长， 由华人主持行政； 又根据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规定，
向其申请立案， 并于 １９２８ 年 ９ 月获得批准， 成为最先立案的教会大学。⑥

３ 太平洋国际学会对中国农村问题之关注

２０ 世纪初太平洋周边国家面临的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 以及由此导致

４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１９３０ 年改组为金陵大学农学院。
见张宪文主编 《金陵大学史》，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２２ ～２５、 ２９１ ～３１０、 ３２８ ～３３１ 页。
《五十五年来之金陵大学》， 成都， 第 ２８ 页。
钱俊瑞： 《评卜凯教授所著 〈中国农场经济〉》， 原载 《中国农村》 第 １ 卷第 １、 ２ 期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１１ 月 １ 日）， 《 〈中国农村〉 论文选》 下， 第 ８９５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１５６４， 原文未标明时间， 但应作于

１９２８ 年。
陈裕光： 《动乱中接任校长》， 《金陵大学史料集》， 第 ３６ ～ ３７ 页； 金陵大学秘书处编 《私
立金陵大学一览》， １９３３， 南京美丰祥印书馆承印， 第 ９ 页； 《金陵大学史》， 第 ５３ ～ 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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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民和限制移民问题， 特别是美国 １９２４ 年移民法案对日美关系造成的

影响， 是以太平洋区域民族关系为关注内容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的背景

之一。 对移民问题讨论的深入不可避免地涉及人口、 食物供给、 土地利

用、 生活水平等问题， １９２７ 年该组织的第二届会议上， 在移民问题之外，
食物与人口也成为一项单独议题。 会上， 关于中国农业问题， 美国农业部

经济分析专家 Ｏ Ｅ 贝克 （Ｏ Ｅ Ｂａｋｅｒ） 提交了题为 《中国土地利用》 的

论文。 土地利用是 １９２０ 年代美国农业经济学的一个流行的研究主题，① 贝

克本人曾关注美国的土地利用问题。 他为编制世界农业地图而注意到中国农

业。 作此文的原因， 正如作者所言， 是认为 ２０ 世纪美国人口的增长， 与两

个世纪前中国的情况相似， 因而中国农业状况足以为美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

供借鉴。 因此， 他以美国的农业情形为参照进行研究， 主要利用北洋政府农

商部刊布的相关统计， 提出中国已开垦土地面积仅占可耕种土地的 ２６％ ，
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低下， 改良农业的办法是采用新式机

械。 对于中国农业与人口的关系， 即中国是否可以通过增加农业生产以抵消

人口增长的影响，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贝克持悲观看法， 他提出的建议是中

国应尽力发展工业。② 本届会议上， 相关数据和基本知识的缺乏仍是一个问

题。 在土地利用方面， 除美国外， 各会员国的统计数据都很缺乏， 而就中国

而言， 有关农业、 人口等问题的确切数据更付阙如。③ 贝克提议对中国土地

利用状况进行调查。 此后， 又有一两名留美中国学生就此问题草拟了研究计

划。④

４ 卜凯与康德利夫的结识

１９２７ 年冬， 康德利夫赴日本和中国访问， 发掘可能的研究项目。 在日

本， 他与日本分会拟定的第一项研究计划是由东京大学教授那须皓承担的日

本土地利用研究。⑤ １９２７ 年年底至 １９２８ 年春， 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

５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Ｅ Ｓｔ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ｂｂｏｒｎ Ｅａ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ｉｌ １８９８ － １９３７
（Ｂｅｒｋ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ｐｐ １７９ － １８０．
Ｏ Ｅ Ｂａｋｅｒ， “Ｌ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１９２７， ｐｐ ３２４ － ３３８； 中

文译作： 《中国开辟地利问题》 （陈立廷、 应元道编 《最近太平洋问题》 下册第 ５ 编， 第

１ ～ ２３ 页）。
相关圆桌会议讨论的总结， 见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１９２７， ｐｐ ３６ － ６４。
《中国土地利用及人口调查之研究说明书》，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印， 第二历史档案

馆藏金陵大学档案，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１３６４。
“Ｔｒａｖｅｌ Ｎｏ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 Ｎｅｗ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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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干事陈立廷等人的陪同下， 康德利夫在中国访问。 在上海， 康德利夫遇

到了避乱于此的金陵大学教师卜凯和芮思娄。 卜凯向康德利夫出示了金大农

业经济系搜集的农场管理调查材料， 这引起了后者的兴趣，① 随后， 康德利

夫在陈立廷的陪同下访问了金陵大学。 他对金大农业经济系抛开教科书， 注

重实践， 把教学、 研究和推广结合在一起的工作方法十分欣赏。 对于卜凯主

持的农场管理调查， 他认为这种收集中国农业基本资料的工作很有价值， 更

让他感兴趣的是， 该调查所涉及的土地利用、 人口、 农产消费、 生活水平等

问题， 也是太平洋学会历届会议所关注的问题。 他决定帮助该系出版相关研

究结果， 并就在他看来有必要进行的最基础的研究———中国土地利用

问题———与该系进行合作， 并嘱其草拟研究计划。② 在他访问时， 金陵大学

尚未从南京事件的影响中恢复， 新任校长陈裕光率中国教职员工维持校务。
康德利夫与陈裕光的一次会晤中， 陈裕光提出， 金陵大学本身就是国际合作

的象征， 又将其比作黑暗围裹中的烛光， 若要继续照亮下去， 需要一些帮

助， 这番话坚定了康德利夫与之合作的决心。③

促使双方就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达成合作的另一个因素是将于 １９３１ 年举

行的世界农业清查。 卜凯、 康德利夫等人也对这次农业清查十分关注， 并希

望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能够对其起到一定的辅助、 补充作用， 他们认为， 即便

中国将缺席此次清查， 但通过土地利用调查， 仍可收集基本材料， 为中国农

业资源状况提供建立在抽样调查基础上的可靠估计。④

在康德利夫访华期间， 中国分会进行了扩充， 举措之一是为加强研究工

作而设立了一个特别研究委员会， 由刘大钧担任主席及国际研究委员会的中

国代表。⑤ １９２８ 年 ２ 月， 陈裕光向中国分会提交了 “中国土地利用和人口调

查” 研究计划， 在陈立廷、 刘大钧等人的支持下， 该计划随即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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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ｅｉｓｎｅｒ ｔｏ Ｔ Ｓ Ｋｕｏ， Ｄｅｃ １２， １９２７，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１７２１。
Ｊ Ｂ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Ａ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Ｎａｎｋｉｎｇ”， Ｎｅｗ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Ｆｅｂ １９２８）；
“Ｔｈｅ Ｓｔａｆｆ Ａｂｒｏａｄ”， Ｎｅｗ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２８）； Ｊ Ｂ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ｔｏ
Ｈ Ｇ Ｍｏｕｌｔｏｎ Ａｕｇ １， １９２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１７２１。
“Ａ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Ｎａｎｋｉｎｇ”； “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 ４４７ － ４４８．
“Ｌ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Ｙ Ｇ Ｃｈｅｎ ｔｏ Ｌ Ｔ Ｃｈｅｎ， Ｆｅｂ ９， １９２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１６９３； “Ｌ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档， 全宗号： 六四九；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ｔｏ Ｈ Ｇ Ｍｏｕｌｔｏｎ Ａｕｇ １， １９２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Ｎｅｗ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２８） ．



第四章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学界的研究合作

并与中国分会拟定的其他研究项目一起， 提请学会国际研究委员会考虑。①

由于太平洋国际学会本身并无直接、 固定的经费来源， 其研究经费主要

通过其位于美国本土的美国分会向当地企业、 银行、 基金会等筹募。 在该组

织的历史中，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最重要的赞助者之一。 １９２８ 年， 由学会国

际研究委员会确定的第一项研究计划所选取的获得资助的路径是由萧特韦尔

将计划交给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经

后者通过后再代向劳拉·斯皮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会 （ ｔｈｅ Ｌａｕｒａ
Ｓｐｅｌｍａｎ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Ｇｒａｎｔ） 推荐。②

１９２８ 年秋， 当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计划经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研究委员

会通过并已提交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时， 该项目最初的动议者贝克却对

之提出了质疑。 在致学会领导层相关人士的信中， 他对该调查能否取得可靠

材料表示担忧。 他提到自己曾带着这种疑虑与正在美国的何廉和晏阳初分别

举行了一次会谈。 据贝克说， 何廉提及自己参加陈达在北京近郊组织的一次

调查的经历， 调查人员虽持有军政当局的介绍信， 但仍不能取得当地农民的

信任， 以致所得数据无法使用；③ 而晏阳初认为， 目下最理想的方式是由纯

粹的中国机构主持调查， 且渐进地进行， 并表示平教会愿意提供帮助。④ 贝

克的意见主要针对调查的主持机构， 他对调查人员能否获得被调查农民及村

中耆老的信任， 以取得可靠的调查数据表示担忧。 根据他本人在美国的经

验， 他认为这是个难点， 因而建议由平教会那样的纯粹的中国机构主持调

查。 另外， 他认为卜凯提出的研究计划扩展得过快： 一方面， 卜凯的调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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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Ｙ Ｇ Ｃｈｅｎ ｔｏ Ｌ Ｔ Ｃｈｅｎ， Ｆｅｂ ９， １９２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

号： １６９３； Ｌ Ｔ Ｃｈｅｎ ｔｏ Ｙ Ｇ Ｃｈｅｎ， Ｍａｒｃｈ １４， １９２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１７２１。
作为一个新成立的组织， 为使其第一个研究计划获得资助， 太平洋国际学会向美国社会科

学研究委员会寻求支持。 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仅为一个美国国内组织， 因而又专为此

在其内部设立了一个国际研究咨询委员会 （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萧特韦尔任该委员会的负责人。 劳拉·斯皮尔曼纪念基金会由老洛克菲勒创

建， 主要工作范围是赞助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 １９２９ 年被洛氏基金会并吞， 其赞助社会科

学研究的职能亦由后者承继。 当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及学会其他研究项目提交给劳拉·斯皮

尔曼纪念基金会时， 它正面临并吞问题， 这些项目的资助申请进程因而受到影响， 其资助

最终得自并吞完成后的洛氏基金会。
何廉日后在其回忆录中， 亦曾提到在中国进行经济调查之困难， 并对统计数据之可靠性表

示怀疑。 见 《何廉回忆录》， 第 ７４ ～ ７５、 ８１ ～ ８３ 页。
Ｏ Ｅ Ｂａｋｅｒ ｔｏ Ｅ Ｃ Ｃａｒｔｅｒ， Ｓｅｐ ４， １９２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

卷号： １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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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将由三四个人迅速扩大到五十至一百人， 能否确保这些调查人员受到必要

的训练是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 他对卜凯采取广泛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抽样调查方

法， 举行一个范围空前广大的调查的可行性也存有疑虑， 他本人更倾向于做

一个小范围的深入调查。① 贝克的意见在学会内部引起了关注， 也惊动了中

国分会和金陵大学。 数月之间， 各方书信往还， 展开讨论。 当时已返回美国

的芮思娄还同在美国的学会领导层成员接触并进行游说。
贝克所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是变更项目负责机构和负责人。 由于晏阳初

也牵涉其中， 故而其动机也引起了人们的质疑。② 后来贝克又澄清说， 晏阳

初并无意取得该项目的领导权， 相反， 他是在犹豫许久之后才答应了自己提

出的让平教会提供合作的建议。③ 此问题又涉及另一个敏感问题， 即金陵大

学的身份。 尽管随着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开展， 金陵大学逐步进行了本土化变

革， 其管理权也转入华人手中， 但它仍是一个与外国差会有关联的教会大

学， 因而在一些人眼中并非 “纯粹的中国机构”。 而以西人作为中国土地利

用调查的主持者， 尤其容易与民族情感牵扯到一起。 对金陵大学身份的质疑

激起该校农林科科长过探先的强烈反应。 他争辩说， 金陵大学已在国民政府

立案， 且处于华人管理之下， 在中国人眼中就是一个中国机构。④ 陈立廷也

指出： “至于 ‘纯粹的中国机构’ 问题， 我个人认为， 金陵大学身上的中国

特质与其他机构无二。 感情用事者动辄将其造就为一个问题， 但在现实政治

中， 这并无多大意义。”⑤ 陈立廷认为， 在中国， 无论从机构的稳定性， 还

是从实践经验的角度看， 金陵大学都是从事此项调查的最合适的机构。 后

来， 贝克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也有所变化， 承认卜凯是承担此调查的最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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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ａｋｅｒ ｔｏ Ｃａｒｔｅｒ， Ｓｅｐ ４， １９２８； Ｂａｋｅｒ ｔｏ Ｊａｍｅｓ Ｔ Ｓｈｏｔｗｅｌｌ， Ｏｃｔ ２０， １９２８； Ｂａｋｅｒ ｔｏ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Ｏｃｔ ２２， １９２８； Ｂａｋｅｒ ｔｏ Ｂｕｃｋ， Ｏｃｔ １９， １９２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

九， 案卷号： １７２１。
晏阳初曾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届会议， 其平教事业广受赞赏。 晏阳初不久后在美国筹到

大笔捐助， 学会主席威尔伯 （Ｒａｙ Ｌａｙｍａｎ Ｗｉｌｂｕｒ） 与美国分会执行干事卡德 （Ｅ Ｃ Ｃａｒｔｅｒ）
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这些协助都是在学会框架之外进行的。 （见菲尔德： 《从右到左： 我

的自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２， 第 １０７ ～ １１０ 页）， 吴相湘： 《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

改造奋斗六十年》， 长沙： 岳麓书社， ２００１， 第 ９２ ～ １１７、 ６３８ ～ ６４０ 页。
Ｂａｋｅｒ ｔｏ Ｊ Ｍｅｒｌｉｅ Ｄａｖｉｓ， Ｏｃｔ １７， １９２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

号： １７２１。
Ｔ Ｓ Ｋｕｏ ｔｏ Ｊ Ｂ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Ｏｃｔ １７， １９２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

号： １７２１。
Ｌ Ｔ Ｃｈｅｎ ｔｏ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Ｎｏｖ ４， １９２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

号： １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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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但强调与其他中国机构进行合作。 尽管如此， 事实上， 后来调查进行的

过程中由外国人主持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中国国内一直有异议存在。①

在这场分歧中， 康德利夫坚定地站在卜凯一边， 并设法在贝克、 金陵大

学、 学会领导层之间进行疏通。 在致芮思娄的信中， 他表示： “请放心， 无

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我会就我能力所及想方设法促成 （进） 此项工作。”②

他回复贝克说， 该调查的研究计划仍在不断修订完善中； 对于变更主持机构

问题， 他主张一切决定须待 １９２９ 年学会第三届会议期间， 国际研究委员开

会时才能做出。③ 其用意很明确， 届时中国分会研究委员会主席将出席会

议， 而作为中国分会提出的研究计划， 其发生变更亦须经中国分会认可。 事

实上，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在学会内部获得了包括总干事戴维斯、 康德利

夫、 美国分会执行干事卡德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 贝克的质疑最终没有占

上风。 不过， 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如加强对调查人员的训练、 设法取得被

调查农民的信任， 对卜凯日后的调查或多或少起了一定的提示作用。
１９２９ 年， 在学会第三届会议上，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获得了通过。
（三） 调查进行中的几个问题

１９２９ 年夏， 卜凯为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及美国的相关研究机构、 专家商讨

完善研究计划， 并联系可能的经济、 技术、 人力支持而返美半年。 由于其差

会拒绝继续支付其离华期间的薪金， 太平洋国际学会支付了他此行的开销。④

在卜凯回国前夕， 土地利用调查已开始着手进行， 当年夏， 金大农业经

济系的 １９ 名毕业生赴四川调查。 经过一年的试验， “曾将调查方法及调查

表式详加修改”， 至 １９３０ 年夏， 调查始大举铺开。⑤

１ 调查之目的、 内容、 方法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之目的有三： “第一， 训练学生谙习土地利用调查之

法； 第二， 搜集中国农业知识， 俾为改良农业之借鉴， 及决定全国农业政策

之根据； 第三， 俾世界各国关怀中国福利之人士， 得知中国土地利用、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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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残， １９２９ 年 ９ 月 ４ 日， 通函双方应为 Ｂｕｃｋ 和 Ｒｅｉｓｎｅｒ，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１６９９。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ｔｏ Ｒｅｉｓｎｅｒ， Ｎｏｖ １３， １９２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２０３０。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ｔｏ Ｂａｋｅｒ， Ｓｅｐ １８， １９２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１７２１。
Ｄａｖｉｓ ｔｏ Ｂｕｃｋ， Ｍａｒｃｈ ５， １９２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１７２１。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第 ４ 页， 应作于 １９３０ 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

九， 案卷号： １３６４；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ｔｏ Ｍｏｕｌｔｏｎ， Ａｕｇ １， １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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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及人口之概况。”①

作为中国分会研究事业的一部分， 该调查每年由太平洋国际学会赞助金

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美金 １ 万元， “是为国外机关资助本系研究事业之始”。②

在土地利用之外， 该项目还附带两项调查， 一为人口调查， 一为食物消费

（亦作 “农产消费”） 调查， “诚以土地、 人口、 粮食在在有密切的连带关

系， 一并列入进行， 以收事半功倍之效”。③ 其中， 食物消费调查由孙文郁

负责， 它本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另一个研究项目、 由美国斯坦佛大学食物研

究所的阿尔斯伯格 （Ｃａｒｌ Ｌ Ａｌｓｂｅｒｇ） 承担的 “东亚农产品消费趋势” 研究

的一部分， 该研究由学会每年资助 ７５００ 美元。 １９２８ 年春， 阿尔斯伯格请北

平协和医学院的顾临 （Ｒｏｇｅｒ Ｇｒｅｅｎｅ） 推荐一名年轻中国学者协助调查中国

农产消费状况。 金陵大学通过顾临推荐了孙文郁， 并建议把两项研究结合起

来， 以取得更经济之收效。④ 后来孙文郁在美期间经康德利夫协调， 还取得

了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⑤ 人口调查由乔启明负责， 关于此调查， 卜凯 １９２９
至 １９３０ 年回国期间， 获得了两个美国机构———密尔班克纪念基金会

（Ｍｉｌｂａｎｋ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和斯克里波司人口问题研究基金会 （Ｓｃｒｉｐｐ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的经济资助及技术、 人员协

助。
土地利用调查沿用了农业经济调查所采取的抽样调查法 （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 “缘中国版图辽阔， 若按县而调查， 决非

两三年内所可竣事， 亦非少数之经费所能举办， 更以农业情形不限于政治区

域而有所异同”。⑥ 调查地点的选择以能代表中国各主要农艺方式 （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ｉｎｇ） 为原则： “调查之地区， 系依农艺方式而定， 而农艺方式区域之划

分， 则以各种作物所用农民劳力达百分之二十， 或百分之二十以上， 而其地

域达数县之广者为准。 各地区初步界线， 至少系根据谙悉本县及邻县情形者

三人之估计而定。” 与农家经济调查相比， 土地利用调查在抽样的数量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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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凯主编 《中国土地利用》， “序言”， 第 １ 页。
《２５ 年来金大农业经济系之概述 （摘要）》， 《金陵大学史料集》， １９９ 页。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第１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１３６４。
Ｒｏｇｅｒ Ｓ Ｇｒｅｅｎｅ ｔｏ Ｒｅｉｓｎｅｒ， Ｍａｒｃｈ ３０， １９２８； Ｃａｒｌ Ｌ Ａｌｓｂｅｒｇ ｔｏ Ｒｏｇｅｒ Ｓ Ｇｒｅｅｎｅ， Ｍａｒｃｈ ８，
１９２８； Ｂｕｃｋ ｔｏ Ｒｅｉｓｎｅｒ ａｎｄ Ｋｕｏ， Ａｐｒ １８， １９２８； Ｒｅｉｓｎｅｒ ｔｏ Ｇｒｅｅｎｅ， Ｍａｙ ２， １９２８。 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２０３０。
Ｒｅｉｓｎｅｒ ｔｏ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Ａｐｒ ５， １９３０。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１７２１。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第２ ～３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１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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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方面更为注意， 卜凯所采取的方法是， “各地农艺方式区域， 选定一

村， （或邻近数小村） 以为代表， 并以田场调查表格， 详细调查田场一○○
家。 此外， 又就本村或邻村取农家二五○家以上， 以进行人口调查。 凡举行

调查之地区， 大都就中选农家二十家， 举行食物消费调查。 每地区之进行田

场调查者， 填地区调查表一份， 每县之进行田场调查者， 亦各填县调查表一

份。 农业概况调查表所列之问题， 针对性质多少相同之一农业地域， 其面积

恒与一县相同， 惟时或大小不一。”① 但他也承认， 在实际调查中， 每地至

少抽样一百家田场的标准并未完全落实， “以经费限制， 致有数区所调查之

地区不多”。② 除填造前述田场、 人口、 食物消费、 地区、 县、 农业概况调查

表外， 调查人员的工作还包括填具田场调查杂表， 采集土壤、 作物标本等。
调查人员分为自然区调查员 （或谓调查主任） 和地方调查员两类。 自

然区调查员由金大学农业经济系教师、 金大农学院及其他大学农业专业毕业

生担任， 并于调查前接受过特别训练， 曾任自然区调查员者包括张心一、 张

履鸾、 乔启明、 李明良、 刘润涛、 潘鸿声、 邵德馨、 孙文郁、 崔毓俊、 尉迟

秀藻、 杨蔚、 应廉耕等人。 自然区调查员负责填写县调查表和地区调查表，
还负有挑选、 训练地方调查员的任务。 卜凯认为， “在中国举行调查工作，
欲谋准确， 个人接洽， 殊为重要”。③ 因此， “地方调查员， 类皆以聘用本村

或本县人士为原则， 因其熟悉地方情形， 且无语言之隔阂、 来历之怀疑， 结

果所得之资料， 在准确程度上， 较为有把握也”。④ 地方调查员的选择标准

还包括： 受过一定教育， 具有普通农学知识， 熟悉当地农业情形， 诚实可

靠。 担任地方调查员的既有被调查地本乡的金陵大学或其他大学学生， 也有

所聘当地人， 其工作是填造农家、 田场、 人口等调查表。 在调查人员之外，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统计团队。 １９３２ 年， 该项目约有

地区调查员 １６ 人、 统计人员及助理员 ４７ 人。 统计人员及助理员均为中学毕

业， 经考试录取。 “有时调查工作紧张， 即抽调统计工作人员出外担任”。⑤

２ 调查之延期

自 １９３０ 年夏，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在多个省同时铺开， 加之调查主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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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利用》， 第 ２ ～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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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 “最好能多调查几处， 始足以代表全国”，①

“调查范围除事实上现在难以进行调查工作之数省区外， 务祈包括整个中

国， 作一种比较的调查”，② 不久， 他们即感到人力、 经费的不足。 金陵大学

农学院也向调查所涉及各省建设厅、 实业厅等部门及其他农业研究机构请求

援助。 “刻下按过去在华北华中各部举行调查之经验， 其所费款额大率超过原

有预算， 缘是之故， 一方面极力节省支销， 一方面拟请求各省府、 各大学、
各农事研究机关， 予以行政、 经济， 及人才之襄助， 俾此项调查刻期成功。
最近蒙浙江省府农矿所之协助 （详见另纸）， 浙省调查， 不日即行实现。 甚望

其他各省府各建设厅及各农事机关均能予以同样之襄助， 使中国全部之调查

工作， 竟告完成， 实所企盼。”③ 对于金陵大学提出的行政协助请求， 各省

政府多给予便利， 向调查员颁发护照， 饬令各县予以保护和协助， 但在经济

方面， 仅有个别省份与金陵大学达成调查合作， 并给予经济赞助。④

在土地利用调查大范围铺开后， 由于人力、 经费有限， 加之 １９３１ 年后，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受国民政府委托， 先后进行 １９３１ 年长江流域水灾情况调

查及 “一·二八” 事变农村损失调查， 从而影响了土地利用调查的进度。⑤

截至 １９３１ 冬，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调查范围已涉及辽宁、 绥远、 山

西、 陕西、 河北、 山东、 河南、 湖南、 湖北、 四川、 安徽、 浙江、 福建、 广

东等 １５ 省， 总计共获得县调查表 ７４ 份， 地区调查表 ６４ 份， 农家调查表

７０１３ 份， 人口调查表 ３１９９６ 份， 食物调查表 ９３８ 份， 杂表、 地图等各若干

份， 土壤标本近 ２５０ 种、 约 ４００ 袋。⑥ 但是， 这样的进度远远落后于预期。
根据最初的计划， 该调查应于三年内完成， 且至 １９３１ 年冬， 太平洋国际学

会在中国举行第四届双年会时， 应向会议提交一份初步报告。
在此时期，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政策也正经历一些变动。 一方面， 受

美国 １９２９ 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影响， 原本经济上并不宽裕的学会在 １９３０ 至

１９３３ 年间更经历了一次财政危机， 于研究资金方面失掉了很多源头，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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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金陵大学一览》， １９３３， 第 ７６ 页。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第１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１３６４。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第１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１３６４。
根据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第 ２、 ４、 ５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六四九， １３６４），
金陵大学似与浙江省农矿所达成了浙江省土地调查合作； 而根据卜凯 《中国土地利用》 序

言， 与其达成合作的有陕西省建设厅和全国经济委员会江西办事处。
卜凯： 《中国土地利用》， “序言”， 第 ３ 页。
《私立金陵大学一览》， １９３３， 第 ７７ ～ 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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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更加依赖于洛克菲勒基金会。① 另一方面， 学会内部围绕研究工作的意见

分歧日渐突出。 一些会员 （尤其是学术界之外的会员）， 更看重学会的原初

的功能———即通过会议讨论， 相互接洽， 互通讯息———而轻视研究活动。 对

于研究工作， １９２０ 年代末期以后， 随着亚太地区国际纷争日益严重， 尤其

是中日两国矛盾逐步升级， 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当下国际政治热点问题才是值

得学会关注的问题。 后一种意见自学会的第三届会议时即已出现， 到第四届

会议前夕更为突出， 以致康德利夫在为会议准备的资料论文 （Ｄａｔａ Ｐａｐｅｒｓ）
中一再强调人口、 农业等基础性研究之必要， 并呼吁对此种一时无法见其成

效的长期研究要有耐心。② 就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而言， １９３１ 年在中国举行的

会议上， 很可能因其资金投入大而进展缓慢， 且未能向会议提交初步报告，
故而国际研究委员会内部就其资助问题发生了分歧。 在当时中国分会研究委

员会负责人何廉的力争下， 该项目最终获允展期两年， 每年仍得资助 １ 万美

元。③ 但这届会议后， 学会的研究政策仍发生了一些变化， 开始强调研究项

目应于两年内完成， 且注重发展可在各会员国同时展开的并行研究。④ 就土

地利用问题而言， 学会在中国、 日本展开相关调查后， 又分别在朝鲜、 新

西兰、 菲律宾等地推行调查， 这些分头进行的项目最终在 １９３３ 年第五届

会议上发展为一项 “土地利用并行研究” 计划。 也正是在这届会议上， 中

国土地利用调查项目再次获准延期 ２ 年， 但所得拨款金额已较从前大为减

少， 其中， １９３４ 年的拨款为 ５０００ 美元； １９３５ 年的拨款为 ２５００ 美元， 为出

版研究成果之用。⑤ １９３３ 年，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资料收集部分的工作完成。
３ 经费及技术支持

１９３０ 年 ４ 月， 卜凯在致燕京大学戴乐仁 （Ｊ Ｂ Ｔａｙｌｏｒ） 的信中抱怨说：
“在中国， 农业研究的资金和人员都很有限， 无论可能得到多少钱， 都比不

上美国任意一所比较好的农业大学的预算。 获得与其同等质量的人手则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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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① 经费和专业人才的缺乏一直是困扰卜凯等人的问题。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最初向太平洋国际学会提出的经费申请为 ６９０００ 美

元，② 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的拨款数额为 ３ 万美元， 使他们发出 “尚不

及原请求额之半数” 的抱怨。③ 不过， 如前所述， 此项目因两度延期又另得

到四年的赞助。 学会对该系的直接资助金额总计为 ５７５００ 美元。 此外， 作为

此项调查的先期成果， 《中国农家经济》 一书得到学会的出版资助 ２２００ 美

元； 孙文郁进行的食物消费调查也是由学会资助的； 学会还补贴了前往金陵

大学的个别外国专家的花费。 不过另一个问题是， 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

拨款是有条件的一美元对一美元 （ｄｏｌｌａｒ ｆｏｒ ｄｏｌｌａｒ） 拨款， 即要求接受资助

者必须同时从其他途径筹得不少于该基金会资助数额的资金。④ １９３３ 年后，
这一条件又变为， 受资助者由其他途径筹得的资助金额应不低于基金会拨款

金额的 １ ５ 倍。⑤ 在此情况下， 卜凯等人不得不在太平洋国际学会、 洛氏基

金会之外继续开辟资金来源。 除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固有的研究经费之外，
如前所述， 卜凯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０ 年回国期间， 与美国各大学、 研究机构、 基金

会进行了联络。 就人口调查部分， 密尔班克纪念基金会和斯克里波司人口问

题研究基金会各提供了 ３０００ 美元的赞助。 １９３０ 年 ４ 月， 卜凯向康德利夫汇

报说， 已从学会外筹集了约 ４ 万美元。⑥

土地利用调查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所涉及范围亦十分

广泛， 因此专业人才———尤其是能够在地理、 土壤、 农艺、 人口、 生活水

平、 统计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及训练调查人员的专家———的缺乏也是卜凯等

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由于该调查是中国分会的一个项目， 且曾因主持者为

外国人而遭到质疑， 因而学会最初也有意多利用中国本土的人力资源， 将拨

款更多地花在中国职员身上。⑦ 但在卜凯回国期间， 芮思娄向康德利夫提

出， 中国缺乏相应的专业人才， 该调查不可能仅靠卜凯个人或在一个外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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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ｔｅｒ ｔｏ Ｒｅｉｓｎｅｒ， Ｆｅｂ ７， １９２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２０３０。



第四章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学界的研究合作

计学家的协助下完成， 他主张在美国找到更多人手， 提出应从学术的而非政

治或外交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适当增加预算中外籍人员所占份额。① 其意

见得到了康德利夫的同意。②

受资金、 路途、 时间等因素限制， 从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请得急需的专

业人才并非易事。 太平洋国际学会在物色、 联系合适的人选方面给了一定的

帮助。 寻找合适的农业统计学家的过程尤费周折， 学会后来为康乃尔大学的

斯坦利 · 华伦 （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Ｗａｒｒｅｎ） 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魏凯思 （ Ｄａｖｉｄ
Ｗｅｅｋｓ） 的金陵大学之行支付了薪俸。 整个调查进行期间， 金陵大学获得了

来自中国、 美国、 菲律宾、 英国的近二十家机构的专业协作和技术支持， 陆

续有一批外国学者赴该校指导研究及讲学。 《中国土地利用》 一书的 《调查

及翻译者一览表》 及 《序言》 的致谢部分所罗列的人员和机构的名单， 反

映出该研究是国际合作的结果。 以其中的土壤调查部分为例， １９３０ 年， 金

陵大学与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委托和资助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达成了合

作， 并先后请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萧查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 Ｓｈａｗ）、 菲律宾

农业大学的盆德尔吞 （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Ｐｅｎｄｌｅｔｏｎ）、 美国土壤局的梭颇 （ Ｊａｍｅｓ
Ｔｈｏｒｐ） 等土壤专家来华指导。③

值得一提的是， 康德利夫 １９２８ 年访华期间， 曾对上海等地的工厂有所

考察， 工厂中恶劣的劳动条件使其联想到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情形， 因此，
他邀请研究过 １６ 世纪英国农业、 早期资本主义等问题的英国伦敦大学经济

学院著名的经济史学家、 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托尼 （Ｒ Ｈ Ｔａｗｎｅｙ）
到中国研究。④ 尽管对中国问题并无研究， 但托尼最终被康德利夫说服，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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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利用》， “序言”， 第 １１ ～１２ 页； 卜凯致某人函 （Ｊｕｌｙ １５， １９３０）， 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藏档， 六四九， １７１０； 杨翠华： 《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１９９１， 第 １８９ ～１９０ 页； 席承潘： 《前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建立与发展》， 程裕淇、 陈梦熊

编 《前地质调查所 （１９１６ ～ １９５０） 的历史回顾———历史讲述与主要贡献》， 地质出版社，
１９９６， 第 １４９ 页。
Ｊ Ｂ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 ４４５ － ４４６， ４６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Ａ Ｃａｒｅ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ｂｉｄ ， ｐｐ ６ － ９； “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ｂｉｄ ，
ｐ １７８ 一战结束后康德利夫在英国参加工人教育运动时与托尼结识。 访华期间， 他由在新

西兰时期的老朋友路易·艾黎 （Ｒｅｗｉ Ａｌｌｅｙ） 带着参观了上海的工厂。 托尼访华期间， 康德

利夫给他选择的助手即为日后曾担任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干事和总干事的霍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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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０ 年来到中国。 托尼在与太平洋国际学会有紧密合作关系的天津南开大

学， 主要利用何廉、 方显廷等人收集的书籍、 资料， 写成了 《中国农业与

工业备忘录》。① 该文于 １９３１ 年提交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 一年后，
略作扩充， 以 《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之名出

版。 书中， 作者参考了大量中外学者的相关调查和研究， 对中国的农业、 工

业， 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做了全面、 宏观的论述。 该书在之后数十年间成

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典之作。 何廉评价说： “汤尼在 １９３１ 年的

研究， 为中国经济研究开辟了新天地， 这可能是外国学者对中国这一领域的

最大贡献。 上述前人的研究都是涉及经济的某些专门方面， 或是原封不动地

收集经济事实与新闻， 而汤尼的著作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对中国经济全面

研究的书。 他作为一位研究中世纪经济史学家， 特别适于做这项研究并能看

到中国问题的深度。”② 在农业方面， 托尼尤其关注农民问题， 并从农业政

策， 交通运输， 科学与教育， 农业信贷， 市场、 供销合作， 租佃制度， 灾

荒， 人口与移民等方面探讨了农村发展之可能。 托尼参考了金陵大学的卜

凯、 孙文郁、 乔启明、 徐澄等人的研究， 也曾两度前往金陵大学农学院举行

讲座并指导土地利用调查。
４ 《中国土地利用》 的出版及其评价③

１９３０ 年， 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赞助下， 作为农场管理调查结果， 《中国

农家经济》 一书的英文版分别在上海和美国出版， ６ 年后， 该书的中文译本

在上海出版。 １９３７ 年， 在太平洋国际学会、 全国经济委员会、 中央银行的

赞助下， 《中国土地利用》 的英文版在分别上海、 美国出版， １９４１ 年， 其中

文译本在成都出版。 《中国土地利用》 全书共有三册， 分别为论文集、 地图

集和统计资料。 作者将所调查的 ２２ 省 １６８ 地区的 １６７８６ 个田场及 ３８２５６ 户

农家划分为两大农业地带 （小麦地带与水稻地带） 及八个农区———冬麦区、
冬麦小米区、 冬麦高粱区、 扬子水稻小麦区、 水稻茶区、 四川水稻区、 水稻

两获区、 西南水稻区， 探讨了地势、 气候、 土壤、 耕地面积、 土地利用、 家

畜、 土地肥力、 农场大小、 农场劳作、 物价、 赋税、 运输、 农产品贸易、 人

口、 食物营养、 农家生活水平等问题， 内容涉及农村社会、 经济生活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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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 Ｈ Ｔａｗｎｅｙ， “Ａ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何廉回忆录》， 第 ６８ 页。
该书的内容涉及广泛， 且多技术性分析、 探讨， 学界历来亦有颇多论述与分析； 由于篇幅

及作者学识所限， 此处仅就其评价问题从学术史角度做一简单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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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出版不久，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该书 “内容充实， 调查精

细”， 特颁发奖状以示奖励。①

但对于卜凯所主持这两次中国农业经济调查， 中外学界的评价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可以说是判然两别。 《中国农家经济》 英文版问世不久， 即受

到以陈翰笙、 钱俊瑞、 薛暮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家的批评。 陈

翰笙认为： “金陵大学美国教授主持之农村调查， 所用表格大都不适于当地

情形。 不但对于各种复杂之田权及租佃制度未能详细剖析， 甚至对于研究农

村经济所绝不容忽视之雇佣制度、 农业价格、 副业收入、 借贷制度等， 亦都

非常忽略。”② 钱俊瑞虽承认卜凯的研究在调查的技术和方法方面有所贡献，
但也提出， 其 “所得结论往往与中国国民经济自身的要求大相凿枘”。③ 他

认为， 卜凯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的了解很贫弱， 其研究局限于农场收支问

题及与之相关各因素的技术功能， 而未找到农业经济的中心问题———生产关

系。 作者虽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 但未能把握其实质。 尤其是在租佃制度和

雇佣劳动问题上， 更体现出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来套中国现实的倾向。 钱

俊瑞还就卜凯的研究方法做了具体的讨论。 他认为， 就抽样方法看， 该调查

系由金陵大学学生及聘来的助手在本乡进行， 因而调查地点的选择受到主观

因素的影响， 调查农户的选择也偏向经济水平较高的家庭， 加之在一些地方

抽样过少， 从而导致书中所反映的农村状况不如实际之惨苦； 在统计方法上，
作者处理平均数问题上失之妥当； 调查数据的收集时间前后相距多年， 也影

响了可比性； 钱俊瑞还提出， 卜凯将农民分为自耕农、 半自耕农、 佃农进行

分析 “用非得当”， 应采用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的分类方法。④

陈翰笙、 钱俊瑞等人对卜凯中国农家经济调查的批评， 体现了双方在理

论体系、 研究的出发点、 分析方法及对于中国农村问题解决之道的认识等方

面的不同。 陈翰笙等人着眼于农村革命， 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在于土地

分配问题， 注重地权、 社会关系、 租佃问题； 卜凯则从农场企业经营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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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处致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公函 （１ 月 １５ 日收）， 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１５６４。
陈翰笙：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 原载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社会组一九二九

至一九三○年工作报告》， 见 《陈翰笙文集》， 第 ３１ ～ ４２ 页。
钱俊瑞： 《评卜凯教授所著 〈中国农场经济〉》， 原载 《中国农村》 第 １ 卷第 １、 ２ 期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１１ 月 １ 日）， 见 《 〈中国农村〉 论文选》 下， 第 ９２４ 页。
钱俊瑞： 《评卜凯教授所著 〈中国农场经济〉》， 《 〈中国农村〉 论文选》 下， 第 ８９４ ～ ９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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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 认为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 注重技术因素、 人地关

系。 后来有学者将卜凯、 陈翰笙等各自所代表的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理路， 归

纳为 “技术学派” 和 “分配学派”。①

陈翰笙、 钱俊瑞等人对中国农家经济调查的批评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于卜凯研究的评价。 对于其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后来

的学者有时亦直接引用前述陈翰笙、 钱俊瑞等对于 《中国农家经济》 一书

的评论， 但需要提出的一点是， 与中国农家经济调查相比， 中国土地利用调

查所涉及的内容、 范围更为广泛， 研究技术与方法也相对更为严谨、 科学。
但不管怎样， 卜凯后一次的调查与前一次相比， 更有意回避了中国农村社会

关系问题。 卜凯提出， “本调查对于农民与其他社会阶级间之政治、 经济及

社会关系， 即所谓农民状况， 不冀详加评述”。② 如果说在 《中国农家经济》
中卜凯尚曾用一章的内容讨论土地所有权和租佃问题， 并建议实行减租， 那

么在 《中国土地利用》 调查里， 这些问题的位置就更加不重要。
在西方学术界， 《中国土地利用》 出版后即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并在其

后数十年间一直被当做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经典之作。 美国学者陈意新提

出： “卜凯不仅划时代地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一套最完整的调查资

料， 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学者。”③ 但西方学界，
对于卜凯的调查与分析方法、 得出的结论及所得的数据的可靠性， 人们的评

价亦有起落。④ 而在中国学界， 近年来亦有学者提出 “重新审视和认识” 卜

凯的研究。⑤ 而学界对于其在农业经济实证研究领域的一些开创性意义， 对

其在技术层面所提出的一些见解， 及其调查数据的可信度问题， 也较以往给

予了更多的正面评价。
简言之， 从 １９２０ 年代末期起， 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赞助了一系列的

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 其中以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历时最久， 资金投入也

最多。 如前所述， 学会对该研究的直接赞助在 ５７５００ 美元以上。 由于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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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陈意新：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
《中国土地利用》， 第 １ 页。
陈意新：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
陈意新分析了在不同时期， 美国学者 （包括马若孟、 黄宗智、 伊懋可等） 围绕解决中国农

业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产生的不同认识， 也即 “技术学派” 及 “分配学派” 之论争。 对

卜凯研究的评价也在此过程中时起时伏。 见陈意新：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

究》。
盛邦跃： 《对卜凯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再认识》， 《学海》 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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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会并无直接、 稳定的经费来源， 尤其是在其大规模的研究计划起步不

久， 即遭遇经济大萧条， 洛克菲勒基金会自身亦一度陷入财政危机， 从而在

研究经费上受限。 就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而言，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由学会获

得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赞助是有条件的拨款， 且其总额无法在研究进行

之初预知。 这些因素自然影响到研究工作的进行， 芮思娄也对此颇有怨

言。① 尽管如此， 应当看到，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赞助虽然有种种限制， 且其

绝对数字十分有限， 但就一国的单项研究而言，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是该组织

历史上经费投入最大的研究项目之一。 而就学会同时期在太平洋沿岸数国开

展的土地利用系列调查进行一下横向比较， 学会的拨款数额分别为： “中国

土地利用调查” 每年 １００００ 美元； “日本土地利用调查” 每年 ３２５０ 美元；
“朝鲜土地利用及农村经济调查” 每年 ２５００ 美元； “新西兰土地利用调查”
每年 ２０００ 美元。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也是其中获得资助最多、 时间最长的项

目。 个中的缘由除中国幅员广阔及以往的相关调查与统计工作相对空白之

外，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中国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更需要资金支援。 对于

美、 英等国学者及学术机构而言，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赞助所发挥的作用多为

辅助性的； 而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 由于缺少其他资助来源， 研究者对学

会的拨款更为依赖。②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等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的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系列研

究， 加强了中、 外学界的交流和合作； 而由这些研究， 亦可窥见该组织与中

国学界之间的研究互动关系。 虽然学会提供的资助金额有限， 但至少在研究

的策动上， 起了很大作用。 就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而言， 从研究的策划、 立

项， 直到成果的出版， 在各个环节上太平洋国际学会都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

用。 其中， 学会首任研究干事康德利夫的作用尤其不可忽视。 卜凯因此也对

康德利夫心存感激， 他曾对芮思娄说， “他 （指康德利夫） 已尽其所能， 全

心全意地支持我们这些在南京的人”。③ 学会与中国学界之间的研究合作也

促进了相关机构的发展。 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能从 １９２０ 年代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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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残） 致卜凯函 （Ｓｅｐ ２２， １９３０） 作者应为芮思娄，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

四九， 案卷号： １６９９。
“Ｈｏｌｌａｎｄ⁃Ｈｏｏｐ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ｐ ２６３．
Ｂｕｃｋ ｔｏ Ｒｅｉｓｎｅｒ， Ｊａｎ １７， １９３０，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全宗号： 六四九， 案卷号：
１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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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困境中走出， 于 １９３１ 年组建为经济学院， 并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外知名

的经济研究中心， 是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数项研究赞助和其他捐助分不开

的。① 当然， 自 １９３２ 年起， 南开经济学院开始直接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取得

数额更大的经费赞助， 国民政府也开始向该校按月拨款。② 就金陵大学农业

经济系而言， １９２９ 年， 该系受太平洋国际学会委托调查土地利用状况， “是
为国外机关资助本系研究事业之始”； 两年后， 国民政府委托该系进行 １９３１
年长江流域水灾情况调查， “是为国内机关资助本系研究事业之始”。 通过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该系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资金、 师资得到扩充， 研究

能力也得到了训练。 “当此之时， 本系人才济济， 气象蓬勃。” “自民国 ２０
年后， 委托本系调查或办理事业不一而足， 例如民国 ２１ 年国民政府委托之

淞沪兵灾调查； 研究一二八日军犯沪后战区农民所受各种损失程度……良以

本系人才齐全， 设备完善， 故各方乐于委托也。”③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的历史上

是一个特例， 不但因为其耗资最大， 且因为它是唯一由外国学者主持的研究

项目。 至于卜凯与中国分会的关系， 正如有学者曾提到的， 卜凯在研究进行

过程中往往越过中国分会而与学会总部的德康德利夫等人直接联系。④ 但不

能据此简单认为卜凯有意忽视中国分会。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语言、 交流、 心理方面的因素； 其次， 卜凯等人所寻求资金、 人力的

协助主要来自美国； 再次， 康德利夫一手促成了该研究， 且一直对其十分关

注； 另一个客观因素是当时的中国分会在空间上分散、 组织上松散， 而交

通、 通信又不便。 尽管如此， 中国分会， 包括执行干事陈立廷、 研究委员会

主席刘大钧及其继任者何廉， 对该调查一直持支持态度， 因此， 卜凯在

《中国土地利用》 的序言中， 也对他们提出了感谢。
１９３０ 年代， 中国学术界对于农村经济、 社会问题的研究不断发展， 其

与国际学界， 包括太平洋国际学会这样的国际组织的交流也进一步加强， 在

这种情况下，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学界所达成的一些合作更多地反映出中

国学界自身的研究动向。 如果说该组织最初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关注是从收集

００２

①
②

③
④

《何廉回忆录》， 第 ４３ ～ ４５、 ７２ ～ ７３ 页。
华午晴、 伉乃如： 《十六年之南开大学》， 《南开校史资料选》， 第 １ ～ １１ 页； 《南开大学历

年捐款出入表》， 同上书， 第 ４１ ～ ４４ 页。
《２５ 年来金大农业经济系之概述 （摘要）》， 《金陵大学史料集》， １９９ 页。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１９ － １９４９， ｐｐ ２４４ － 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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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口、 食物供应、 土地利用等基本材料开始的， 前三届会议的相关讨

论， 也主要围绕上述问题展开； 那么， 自 １９３１ 年在中国召集的第四届会议

至 １９３６ 年的第六届会议， 受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 乡村改造问题成为

会上探讨中国农村问题的主题。 此时期， 在卜凯、 托尼等人的研究之外， 学

会所赞助的对中国农村经济、 社会问题的主要研究工作还包括如下几项： 南

开大学经济学院继对天津工业化问题、 东三省移民问题展开研究之后， １９３１
年起， 开始转向农村问题研究。 该院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此领域达成了两项

研究合作： 一为方显廷的华北乡村工业研究， 一为张纯明的华北县政研究。
对于该院研究重心的变化， 有研究者更多地从何廉等人为迎合洛克菲勒基金

会的兴趣， 以获取更多资金支持的角度来解释。① 但也应看到， 这也是受乡

村建设运动影响， 且是何廉、 方显廷等人研究工作自然发展之结果。②

值得注意的是， 对卜凯的研究持批评态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

家此时期亦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建立了研究合作关系。 １９３３ 年陈翰笙向该组

织第五届大会提交了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论文， １９３６ 年， 又赴纽约学会中

央秘书处任 《太平洋事务》 编辑。③ １９３３ 年后， 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
他先后进行了山东、 河南、 安徽等烟草产地烟农生活调查、 广东农村调查、
西南边疆土地制度调查等， 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专著。 １９３８ 年， 太平洋国际

学会出版了 《中国农村》， 该书由一批辑自中国刊物的论文构成， 托尼为其

写了导言。④ 有研究者分析， 这些论文中相当一部分出自陈翰笙、 薛暮桥、
钱俊瑞、 张锡昌等人所发起的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而该书编辑正是陈

翰笙， 因而也有学者提出， 陈翰笙用太平洋国际学会提供的研究拨款赞助了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机关刊物 《中国农村》 的创刊。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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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１９ － １９４９， ｐｐ １０７ － １０８．
何廉在回忆录说， 在前述两项研究的进行过程中， 他们越发感到农村问题的重要， 因而将

研究重点转向乡村工业、 地方行政和财政。 （ 《何廉回忆录》， 第 ７３ 页。） 霍兰德提出， 方

显廷的华北乡村工业研究是其以往研究自然延伸的结果。 太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１ 年会议对中

国乡村工业问题亦有讨论 〔Ｗ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Ｂｒｉｅｆ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３１ － ３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Ｆｅｂ １９３２）〕。
Ｃｈｅｎ Ｈａｎ⁃ｓｅ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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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１９ － １９４９， ｐ ２１８； 麦金农： 《陈翰笙与

太平洋国际学会》。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 （１９２５ ～ １９４５）

上述研究项目， 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赞助的其他 “长期” 研究项

目一道， 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深入， 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中受影响

最大的是南开大学。 何廉所主持的华北向东北移民调查始于 １９３０ 年， 并于

１９３１ 年向第四届会议提交了一项初步报告， １９３２ 年， 学会继续提供资助

５０００ 美元。 此后， 因东北局势已无法做进一步的田野调查， 项目于 １９３３ 年

宣告中止。 卢沟桥事变后， 天津的南开大学遭到日军炮轰， 校园毁坏殆尽，
何廉、 方显廷等所收集图书资料此前已转移到别处， 得以幸免， 不过南开经

济研究所在华北的各项调查研究工作不得不宣告中止。
抗战爆发后， 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再未举行大型研究合作项目。

２０２




